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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对儿童语言学习障碍综合征的描写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Gall（1758—1828）可能是第一个描述那些言语使用和理解力较差儿童的人，并将他们与智力落后的人群相区别。1967年Lenneberg所著《语言的生物基础》中，首次从语言学角度较详细地论述了环境剥夺导致的语言障碍、先天愚型和先天性聋童的语言获得。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版了总结智障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系列论著，1980年起美国成立儿童语言障碍协会，之后每年召开研讨会。90年代以来，儿童语言障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推进，在理论视角、被试类型、研究方法上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拓展和完善。

我从2004年左右起关注到这一领域，2006年开始指导硕士生后，考虑到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数量非常少，而且研究者多是特殊教育和心理学的背景，语言学背景的几乎没有，所以决定带领学生对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当时本人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汉语名动形语法性质的神经心理机制研究”（06CYY004），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除了以正常成人为被试外，也有意识地对语言障碍儿童进行观察，研究了智障儿童对名词和动词的加工，同时在关注的人群还有自闭症儿童。因为处于尝试阶段，当时我们不但对如何选取被试、如何设计符合被试认知特点的实验没有经验，最初几年甚至苦于无处寻找被试。

摸索了几年后，2011年我以“汉语儿童语言发展障碍研究”为题再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并获成功（11CYY022）。该课题设计之初就希望能以国际上公认的研究标准，系统地调查汉语各类障碍儿童在语音、语义、句法、语用等层面的加工和发展情况，2015年课题顺利结项。迄今我们研究过的障碍儿童包括：智障儿童（做过专门以唐氏综合征儿童为被试的研究）、自闭症儿童、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和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大量的语言障碍儿童，切身感受到语言有障碍是怎么回事，很多障碍在平常人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我们也接触到了大量的语言教育工作者，他们敬业、富有爱心，但是他们工作中最大的困惑往往就是能感受到孩子们语言有问题，却无从分析和下手；毫无疑问，我们也跟家长有了大量接触，甚至多次与他们共居教育机构附近的出租屋内，半个月、一个月地与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朝夕相处，家长们焦虑最深的也往往是语言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孩子未来能否进入普通学校学习、能否融入主流社会、能否生活自理，或者更根本的，能否表达基本的生理需求。随着课题研究的展开和深入，我对硕士生的课程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开设了“儿童语言习得与发展”和“儿童语言障碍”两门课，并逐渐构建起“儿童语言障碍”的框架体系，因为“儿童语言习得与发展”有很多现成的教材和著作可以参考，但“儿童语言障碍”没有。课堂上，同学们提出过很多问题，有学术问题，也有现实问题，主要是关于儿童语言发展中的一些异常现象的疑惑，而这些儿童基本来自身边的邻居或亲戚家庭。我的同事、朋友也经常会咨询我儿童语言发展的问题，有一种担心是普遍的，就是怕孩子的语言发展已经滞后或异常，但因为自己的无知或疏忽而耽误了最佳的干预时间。

在研究和授课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虽然这个领域当初吸引我的是用障碍儿童的语言表现来检验语言的先天性、模块性等理论问题，但关注这些人群的远不止心理语言学家，对于家长和教育者而言，先天性和模块性与否对他们所关心和焦虑的问题于事无补，他们想要知道的是：如何尽早判断儿童的语言表现是否处于正常发展范围？如何看待儿童具体的语言表现？如何评估和改善他们的语言表现？在这些问题的驱动下，我们的研究一方面从语言学的视角探讨这些儿童语言障碍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开始把部分目光投向语言干预。当然，干预研究本身也是检验语言障碍原因的一种方法。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不但我们课题组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推进，而且国内关注这一领域的语言学同行越来越多，既有汉语界的也有外语界的，相关的学科如心理学、特殊教育学、临床学等对这一领域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也不难发现，不同学科之间、研究者与教育者、监护者之间，对于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的认识、对于语言障碍本身的认识，对于语言评估和语言干预的认识，还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因此，我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一本引论性的书，供各方人士参考。在多年的研究中，我们课题组摸索出了一些研究方法上的经验，积累了一些对儿童语言障碍各方面问题的认识，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经验和认识的基础上可以尝试为大家写这样一本书，让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语言障碍儿童的教育者和家长能从中各取所需，促进学科间的交融，缩小研究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距离，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领域，关注弱势群体，进而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使语言障碍儿童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写作始于2013年，直到2017年初才完成。写作时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希望能尽量反映出汉语的相关研究成果。写作过程漫长，一方面当然有个人的原因，另一方面确实也因为涉及面比较广，内容多，难度高，工作量大。书的内容分六章。

第一章界定了儿童语言障碍的概念，介绍了不同的第一语言习得和发展性语言障碍的理论，这两个领域关注的人群各有侧重，每个领域内部，理论追求上都存在分歧，都存在先天论和后天论的争论。

第二章论述了典型发展儿童的母语习得历程。儿童在语音、词汇—语义、形态—句法和语用上经历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其中一些里程碑式的表现，是判断儿童语言发展是否存在障碍的重要参照。

第三章论述了儿童语言障碍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的层次和角度各有不同，既包括具体的如何选取对照组、如何确定匹配标准，也包括更宏观的研究途径和层面、组群研究的地位以及横断和纵向研究的互补等问题。

第四章论述了各类语言障碍儿童的语言表现。本章介绍的这些人群是目前儿童语言障碍领域研究的主要类型，包括听力损伤儿童、智障儿童（含唐氏综合征儿童、威廉姆斯综合征儿童和脆折性X染色体综合征儿童）、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和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

第五章论述了儿童语言障碍评估的性质和方法。评估是识别障碍的重要环节，所以这一章特别注意了评估的可操作性问题，希望在有需求的情况下，即便不接受特别的训练，也可参照本书的介绍完成至少部分的评估工作。

第六章论述了儿童语言障碍干预的目标、原则和方法、技巧，包括扩大性和替代性交际视野下如何进行语言干预的问题。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我自己指导过的所有儿童语言障碍方向的硕士生，她们几乎都是从零开始进入这一领域，要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完成学位论文，其中的难度不是一般文科方向的学生能想象的。她们当中有人当着大家的面哭过，有人在我跟前哭过，有人默默地哭过；有人做实验的时候被孩子打过，有人做完实验甚至对育儿产生了恐惧。虽然困难重重，还有过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但她们都一一克服，顺利完成了各自的研究工作。我还要感谢历年参加“儿童语言障碍”课程学习的其他方向的硕士生，她们贡献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做过很多有价值的汇报，这些都促进了我的思考。我最需要感谢的还有与我们合作过的学校、教育机构和家长，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就不会有我们的研究，也不可能有这本书的出版。

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幕后英雄！

书中错误之处难免，恳请同行批评指正。









第一章 儿童语言障碍与相关理论

第一节 儿童语言发展障碍的界定

对大部分的儿童来说，习得语言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就像植物会发芽、破土、成长、开花、结果一样，儿童掌握母语仿佛只是时间问题，到了适当的节点必然会有可预期的表现。但对有一部分儿童来说，情况会有所不同。当他们的生命进展到那些节点时，可预期的表现并没有出现，一些因素扰乱了他们的语言习得。概括地说，语言发展障碍指“母语学习中的任何扰乱”（Bloom & Lahey，1978）。下面具体分析相关概念。

一、语言障碍的定义

在定义儿童语言发展障碍之前，先要明确什么是语言障碍。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包括以下几个层面：音系层，包含语音的结构规则，即语音单位是如何进行排列组合的；词法层，包含词汇的结构规则，即词素是如何构成词语的；句法层，包含句子的结构规则，即词语是如何组合成句的；语义层，即词汇及其组合的意义；语用层，主要包含语境下的意义。语言障碍指的是以上语言层面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出现产出和（或）接受障碍。

目前较为广泛接受的语言障碍的定义来自美国听语协会（American Speech-Langugae-Hearing Association，1993：40）：“口语、书面语和（或）其他符号系统理解和（或）使用上的损伤。该障碍可能包括：（1）语言的形式（音位、词法和句法系统）；（2）语言的内容（语义系统）；（3）语言交际中的功能（语用系统），以及任何联系。”这个定义较为全面，包括了语言形式、内容和功能在产出和理解两个向度的加工活动；另外，定义不但涵盖了口语和书面语这两种形式，而且还提到了“其他符号系统”，考虑到有些人群所使用的语言系统具有特殊性，比如聋人的自然手语，因此，这个定义还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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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语言器官

（采自http://news.kedo.gov.cn）

要与语言障碍进行特别区分的概念是言语（speech）障碍。根据Riper和Erickson（1996：110），广义的言语障碍可被定义为“当言语异常、偏离一定的正常范围时，以至于：（1）足以引起充分的重视；（2）使交流受到干扰；（3）使听者或说者感到沮丧”。言语在英语中是speech一词，指“发言、说话”之义，就是语言的口头有声表达。言语是靠语言规则组织起来的，从言语中剥离语言部分的内容后，剩下的内容主要与声音有关。Hulit和Howard（2006）指出，言语声音由四个相互独立但又相关联的过程组成：呼吸（为言语活动提供动力支持）；发音（当喉腔中的两侧声带通过喉内肌的收缩作用相互靠近时，引起空气的振动，从而产生言语声音）；共鸣（指喉腔内空气振动的效果，当空气柱依次通过喉腔、口腔，有时上升至鼻腔时分别产生相应的共振峰）；构音（通过构音器官如舌、嘴唇、牙齿以及口腔建构出具体的可以识别的言语声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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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言语器官

（采自http://jbk.39.net/zhengzhuang/sy7）

言语障碍发生在言语声音层面，已经公认的三种基本言语损伤类型是：

1. 构音障碍：构音指言语器官和相关肌肉的运动，用于产生各种不同的言语声音。构音障碍指的是言语声音产生过程中出现的错误。通常儿童随着年龄增长，发音器官日渐成熟，所发的言语声音随之趋于正常，但有些儿童却始终无法发出正确的音，说话时可能出现大量的发音错误，甚至严重到影响言语的清晰度和可懂度。幼儿经常发生构音类障碍，比如将“哥哥”发为“的的”，因为舌尖中音d比舌根音g发起来更省力，但这类问题只是阶段性存在；如果年长后仍不能克服，则属于损伤。

2. 流畅类障碍：正常的言语有其特定的韵律和适时机制，有一定的语速、语调和停延等。美国听语协会（1993：40）将流畅类障碍定义为“语言的流畅度受到干扰，表现为语速、节奏时快时慢，以及在单音、音节、词汇以及词组方面出现重复的现象。这可能同时伴随言语的过度紧张、挣扎式行为以及言谈举止的第二癖性”。典型的例子是口吃和迅吃。

3. 嗓音障碍：嗓音由喉部产生。美国听语协会（1993：40）将嗓音障碍定义为“嗓音的音质、音调、响度、共鸣以及（或）音长等成分异常和（或）缺失，与其年龄和（或）性别不相符”。发音障碍和共鸣障碍是两种基本的嗓音疾病。比如长期大声喊叫或进行噪声模仿的儿童因滥用嗓子，会导致声音嘶哑，产生令人不悦的音质，这属于发音障碍类的症状。有些患有共鸣障碍的儿童因鼻音功能低下，发音听起来就像患了重感冒或鼻腔阻塞似的。

语言障碍是符号层面的障碍，言语障碍则主要与声音的运动执行相关。当代最有名的科学家、剑桥大学数学和基础物理学教授霍金就是一个严重的言语障碍患者。霍金患有运动神经性疾病—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他早期行走困难、双手运动僵化、言语含糊、吞咽困难，后来进一步发展到手臂和腿部肌肉萎缩，最终无法行走，双手失控，被禁锢在轮椅上，只有两根手指可以活动。在应邀写下的名为《我的交流系统》一文中，他记录了自己经历的言语表达困难：“手术以前，我的言语变得更加含糊不清，因此只有少数几名熟悉我的人能够理解我。但至少我还是能够进行交流的。我通过自己口述，秘书记录的方法撰写科学论文，我借助翻译人员的帮助开学术讨论会，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复述我的意思。然而，气管切开的手术彻底夺去了我的言语能力。”这段描述说明霍金的言语能力是逐步丧失的，开始是因为自发运动功能控制减弱导致言语“含糊不清”，之后气管切开，导致言语发声缺乏动力传输途径，所以彻底丧失言语能力。虽然言语障碍严重，但借助计算机交流系统，霍金一直坚持撰写专著、论文和科普读物。也就是说，他的语言系统完好无损，问题只在于，他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将要表达的内容用自己的声音传递出来。

和霍金的表现不同，有些人在言语声音层面没有问题，但说不出完整或正常的句子。KJJ是朱晓艳（2010）的被试之一，当时13岁，中度智障，但听力、发音都没有问题。在语法启动的实验中，她的介词使用情况呈现出明显异常，主试之前说出来并让她复述的、含有介词的图片描述句对她描述另一幅图片没有帮助，语法启动对她未产生任何效果。实验共使用了9个介词，根据陈勇（2006）的结果，这9个介词典型发展儿童在3岁前已经习得。实验过程中KJJ有很好的配合，但她自始至终未使用一个介词，而且似乎表现出较高明的规避策略。主试用“花被雨淋了”作为被动句启动，对被试的预期产出是“小猫被小狗追”，也是被动句，KJJ使用的却是主动句“小狗追小猫”；主试用“小男孩比小女孩胖”作为启动，对被试的预期产出是非常接近的句子“小男孩比小女孩高”，但KJJ使用了两个主谓句来表达图片的意思：“这个男孩高，这个女孩矮。” KJJ的表现说明她完全看懂了图片，她所使用的句子结构虽然不是实验所预期的，但对于图片内容的描述是适切的，表明其概念—语义层面没有损伤；良好的配合也说明其语用合作能力完好，但她的介词损伤极为严重，影响了她的句法表现，产生了很多因没有介词而不成其为句子的“句子”。以下都是KJJ的实验产出语料：

（1）女孩……墙写字。（预期产出：女孩往墙上写字）

苹果……苹果……桌子……桌子……。（预期产出：一个苹果放在桌子上）

小女孩……瓶子打碎了。（预期产出：小女孩把瓶子打碎了）

小男孩……妈妈……小男孩穿衣服。（预期产出：妈妈给小男孩穿衣服）

小男孩……椅蹦。（预期产出：小男孩在椅子上蹦）

小兔……家出来了。（预期产出：小兔从家里出来了）

以上句子基本只包含实词中的名词和动词，缺乏功能性语素，具有电报句特征。电报句往往被认为是典型的句法损伤表现，存在于很多障碍人群。

霍金和KJJ的例子说明语言障碍和言语障碍性质不同，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语言障碍和言语障碍之间是可以发生关联的。比如语言障碍可以引发言语障碍的表现。继续分析例（1）中KJJ说出来的句子，很容易发现，这些句子断断续续，停延异常，还伴随词语重复，符合流畅类障碍的特征，但KJJ并无言语器官上的问题，所以这些表现只是表象，问题的根源在于她在介词不能产出的情况下无法正常组织成句。言语感知异常也经常引发语言发展障碍，听力受损的聋童会因听力受损程度的轻重不同发展出程度不等的口语，受损越严重漏听的语音越多，语言障碍的表现也越严重。

二、儿童语言发展障碍的定义

对儿童语言发展障碍的界定有多种，相对简单的定义比如Leonard（1982：177）：“无论什么时候，当语言能力低于年龄和功能水平之间的预期时，儿童就有了语言损伤。”Fey（1986：3）的定义是“在儿童语言的形式、内容或使用的发展水平上明显的缺陷”。这些定义的基础宽泛，因为没有特别提到导致语言损伤或语言缺陷的原因，可以认为它们考虑到了具有不同发生学历史的儿童都可能成为语言发展障碍的对象，但这种宽泛既是其优点，同时也是其缺点，因为它们未明确指出语言障碍可能的表现，也未指出判断损伤或所谓“明显缺陷”的明确标准是什么，仅仅笼统提及年龄和功能水平之间不对应。

认识导致语言发展障碍的原因，对于区分语言发展障碍与发展性语言障碍这两个概念至关重要。语言是人类最复杂的智能活动之一，正常的语言发展需要感觉、知觉、注意、认知、运动等各项功能的整合。当其中一项或几项功能未能发展正常时，语言发展就可能受影响。因此，全面的智力落后、听力损伤、自闭症、瘫痪或声带器官残疾（比如腭裂）、情感扰乱、症状明显的神经官能障碍（比如seizuredisorder或脑损伤）都是通常会导致儿童不能在预期或接近预期的年龄水平上发展语言的因素。因为这些外围或核心损伤的一个或多个因素出现而起的语言障碍，被认为是更广泛障碍所导致的症状，其自身并不是原初的障碍。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有明显听力丧失的儿童通常会遭遇语言缺陷，然而，这类缺陷并不是原发性语言障碍。不管是哪种原因所致，上面所提及的儿童语言发展障碍均次生于其他障碍。但有另一类儿童，其语言发展严重受损，原因却不能归于以上提及的任何一种。这些儿童似乎在所有领域均发育正常，唯有语言除外，换言之，他们的语言障碍是“纯”语言的障碍，与其他障碍没有连带关系。这种纯粹的语言障碍一度被称为发展性语言障碍（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简称DLD），指的是具有正常非言语智商、无其他神经或精神疾病、无听力损伤的儿童未能具有正常的语言发展的现象。发展性语言障碍的说法后来被特异性语言损伤（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简称SLI）的说法替代，以突出此类人群语言损伤的“特异性”。关于这个人群的发展障碍我们在第四章第五节会详细讨论。所以，语言发展障碍与发展性语言障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仅是前者的下位分类之一。因为语言发展障碍的致因很多，往往由其他病症引发，所以关注这个领域的有病理学、临床医学甚至遗传学；又因为语言障碍会进一步导致学习障碍，所以心理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尤其是特殊教育工作者，也对这个领域关注较多。此类研究往往包含在病理语言学、临床语言学之下。

要给儿童语言发展障碍下一个全面而精确的定义确实很难，综合美国听语协会对语言障碍的定义以及不同研究者对儿童语言障碍的定义，可对儿童语言发展障碍界定如下：儿童学习母语过程中，在语言的形式、内容和（或）功能上面临困难，出现产出和（或）理解上的迟缓或异常。从概念上分析，迟缓和异常是不相同的。迟缓一词暗示这些儿童在语言各个方面均有成长，最终将达到正常水平，问题只出在发展的速度上；异常则指偏离正常轨道，在性质上与典型的习得有所不同，且无预期最终发展结果之意。

如果语言产出和理解的模式类似于年幼的典型发展儿童，那么这一类的证据通常都指向迟缓的解释。比如，很多研究认为智障儿童的语言发展最好描述为“迟缓”而非“异常”，Barrett和Diniz（1989）在一篇很长的综述后得出结论，对于智障儿童和非智障儿童而言，他们在智龄（mental age）相似时开始发展早期词汇，但智障儿童不久就开始落后，表现出词汇学习的低速率。对智障儿童下的亚类唐氏综合征儿童的研究也支持迟缓观，唐氏儿童在使用第一个词和词汇增长的年龄上存在很大可变性，与一些儿童1岁左右开始使用语言对比，3岁时唐氏儿童平均落后于实际年龄匹配的典型发展儿童20个月，4岁时落后会超过2年（Berglund，Eriksson & Johansson，2001）。唐氏儿童通常也表现出句法发展迟缓，且这种迟缓超过他们词汇习得的迟缓，较之与其具有相似平均话语长度（Mean Length of Utterance，简称MLU）（“平均话语长度”的概念将在本书中多次出现，其中的“话语”译自utterance一词，但此译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语言学里的“话语”对应于discourse，因此本书在单独指utterance的概念时，用“话句”一词，因“平均话语长度”的说法已被学界广为接受，故不再对它进行更改。）情况的典型发展儿童，他们特别倾向于遗漏功能词和动词（Chapman & Tunmer，1995；Chapman，2000）。

如果语言的产出和理解表现出独特的、典型发展儿童语言习得阶段所没有的形式，就可以视为发展异常。自闭症儿童在言语表达上就存在很多特异性障碍，文献中广泛提及的有回声式话语、代词逆转、刻板性话语、隐喻性话语、奇异性话语的使用，而这些行为在典型发展儿童中极为罕见。

（2）TC：这个呢？是什么？他在干吗
 ？

WJ：干吗
 ？

TC：他在干
 什么
 ？

WJ：干什么
 。（姜欧，2009）

例（2）中WJ是一个12岁的自闭症男孩，他在两个话轮中均发生了即时性回声式择尾重复，即在对方提问结束后简单地重复句尾词语进行了回应。被试似乎完全不清楚问句的功能，对自己应在会话中做出什么贡献缺乏认识。这种回声式话语中，有时候被重复的部分甚至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单位和意义单位。

（3）TC：哦，那你喜欢上什么课？

HM：弟弟在
 写字
 。

TC：那你下课了，一般做什么？

HM：（无回应）

TC：不知道啊，哦，那你几点放学？

HM：（无回应）

TC：放学谁来接你？

HM：自己回家。弟弟在
 写字
 。

TC：很厉害哦，放学回家后做什么？

HM：弟弟在写、
 写字
 。

……

TC：嗯，很好。那你是和谁一起吃晚饭啊？

HM：嗯，和爸爸妈妈。弟弟在
 写字
 。

……

TC：哦，那你房间是什么颜色的，你看？

HM：房间是（停顿约3秒）白色的。弟弟在写、写字
 。（潘燕华，2011）

HM也是一个12岁的自闭症男孩，在例（3）所呈现的对话中，HM的合作性总体还不错，但会话片段中多次说出“弟弟在写字”这个句子，这句话的内容明显游离于话题之外，难以与上下文建立关联，这种说话方式具有自闭症人群的特异性特征，“弟弟在写字”就是自闭症人群所特有的刻板性话语。

同一个人群在语言不同层面的习得上可能会表现出迟缓或异常的不同。早期很多研究考察了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言语中音段和音节的语音实现，一致的结论是：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总体上和更年幼的典型发展儿童语法中发现的表现接近一致，比如音节和音段的简化和同化，正如辅音丛删减所反映的那样；末尾的辅音删除；一个塞音替代另一个塞音或是塞音替代擦音等。这些研究普遍关心音段或音段联系的语音特异化，结果则表明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尚存的语音加工是正常的，并暗示，很多情况下个体词项的底层语音表征也是正常的（Tallal，1988）。与认为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语音习得是迟缓的观点不同，另一些早期关注这个人群形态习得的研究认为他们在形态句法上存在异常。这些研究涉及特定语素的习得、语素习得的顺序、特定语素的出现和由话语长度测量定义的“语法阶段”之间的关系。在考察了一些事先定义好的屈折语素和自由语法语素习得的顺序（来自相当数量的典型发展儿童的数据），和它们出现的阶段（由平均话语长度决定，或由每个句子所包含词语的平均数量决定）后发现，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看起来以与典型发展儿童接近的速率习得了这些语素，但最早出现的时间，还有伴随相同发展阶段共现掌握的语法点都与典型发展儿童不一样。典型地，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比典型儿童在更早的阶段产出特定语素，但要到更晚的阶段才能掌握它们；他们更倾向于产出更多要求使用语法形态的结构，但之后会在强制性环境下遗漏其中的大部分。这些研究表明，在形态习得和句法“阶段”之间的关系上，特异性语言损伤儿童出现了异常（Tallal，Kavanagh & Truss，1988）。

三、历史回
 
 顾与术语使用

在实际使用中，语言迟缓（delay）、语言异常（deviancy）、语言紊乱（disorder）、语言损伤（impairment）、语言残疾（disability）都可指语言发展障碍。迟缓和异常的区分未必如定义中那么清晰，什么时候使用迟缓、什么时候使用异常或紊乱或障碍或损伤等词来指称障碍儿童的症状还会受到心理联想因素的影响。毫无疑问，作为术语的迟缓或异常，是和定义、分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作为日常用语的迟缓或异常，有它们独立的词汇意义，这些词汇意义通常不同于专业解释。即使专业术语的可接受定义存在，诸如紊乱、损伤、残疾等说法，这些术语对于父母、当事人、教育者和其他人来说也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意义。紊乱、损伤、残疾较之迟缓，具有更多的消极含义，所以父母很少会将自己的孩子称为语言紊乱或语言损伤，虽然这些术语在很多专业人士那儿是作为语言迟缓的同义词语使用的。专业人士对不同的对象讲话时，或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时，因为考虑到对方的知识背景或感受，可能会以不同的标准使用这些概念。Kamhi既是一个专业人士，也是一个障碍儿童的母亲，她曾以自己为例说明术语使用的问题，她说：“作为专业人员这一角色，我毫无困难地使用‘语音紊乱’去讨论那些具有言语迟缓的孩子。然而，当我的小女儿出现语音紊乱，且需要在2年的时间内进行治疗时，我从未想过将她作为语音障碍儿童来看待。”当谈到小女儿的话题时，她说自己经常这样表达：“她有点言语上的问题”，或“她在学习谈话上有点困难”。据Kamhi自己的解释，这样的术语选择部分地源于大部分人不熟悉“语音”这个术语，更多的原因则是因为术语“紊乱”所具有的、负面的言外之意在干扰她，即使她以专业人员身份谈论紊乱问题时，感觉没有什么不妥，但正如其他父母一样，一旦要将自己的孩子说成是“紊乱”，她也面临困难。Kamhi的例子说明，对于同一概念，可能因讲话的对象不同（比如同事，其他专业人员、父母/当事人），或因扮演的角色不同（比如父母、临床人员、教育者），人们会使用不同的术语。某些时候，“迟缓”一词因为它暗含的积极联想义，可能会比其他的说法得到优先选择。Kamhi（1998）则特别提到：“较之于其他可选的术语，比如语言损伤，语言迟缓或语言残疾，言语—语言病理领域的很多专业人员更喜欢术语‘语言紊乱’。”

第二节 不同的第一语言习得理论概述

迄今为止已经出现过众多的第一语言习得理论，“儿童如何学会说话”这一命题在不同的心理学背景下会得到不同的解释。不同第一语言习得理论之间的根本差异，就是对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有不同程度的强调。在对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不同的处理中，这些理论又产生了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不同认识。当前，有影响的第一语言习得理论可分为三种：持先天决定论的理性主义，该理论认为先天因素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持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观点的认知主义，该理论认为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共同对语言习得起作用；持后天决定论的建构主义，该理论认为后天因素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起决定作用。

一、理性主义

Chomsky的理论构成了理性主义学者的主要方法，其核心观点是认为语言结构作为生物遗传的一部分出生时就已存在，因而理性主义有时又被称为“内在”论或“天生”论。

（一）理性主义关于第一语言习得的基本假设

根据理性主义者的说法，所有儿童出生时就具备语言习得的特定倾向，这些倾向被认为在基因中得到编码（Chomsky，1989：28，2007：77；Pinker，1994：322）。Chomsky最为人所知的语言习得模型是原则和参数模型。这个模型认为每个儿童都拥有普遍语法，普遍语法由原则和参数构成，它伴随童年期而发展直至成为一种特定语法。儿童使用语言输入材料（原始的语言数据）来发现这些正确体现了其语言特征的参数的设置。换言之，语言证据促发了习得并对这一过程具有塑造效应（Chomsky，1989：32）。一旦儿童正确设置了被称为“普遍语法”的所有参数，他/她就已经习得了这种语言。比如，所有语言都有主语，这是原则，即自然语言的共同基础；但主语出现的强制性要求在不同语言中不一样，也就是语言之间有一个可以变化的参数，这个参数允许有的语言出现零主语，而有的语言不允许出现零主语。具体来说，英语的“零主语”参数设定为“关”，汉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设定为“开”。这些语言的儿童在接触到母语后根据语言事实来进行不同的设定。

Chomsky认为只有内在的语言天赋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语言习得的速度和复杂性（Chomsky，1959：57），内在的语言天赋在生理层面表现为大脑内的“语言器官”。在理性主义方法内，语言习得明显是一种“出现”在儿童身上的事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很主动，除了要基于输入材料进行参数设置外（Chomsky，1989：139）。因此，Chomsky比较了人类语言器官“和生物身上其他为人熟知的器官”（Chomsky，1989：223），他更喜欢讨论“生长”（growth）而不是“学习”（learning）（Chomsky，1989：134）。Chomsky只在受限制的语境下使用“学习”这一术语，即用来说明不规则形式的学习时（Chomsky，1989：238），另外，有时用于词项的学习（Chomsky，1992：8）。因此，学习词项被认为主要是将输入材料中感知到的标签映射到大脑中预先存在的概念上去（Chomsky，2001：134）。

（二）理性主义对刺激贫乏论的呼吁

为了给底层的内在普遍语法的强假说提供支持，理性主义者提出了一些论断，其中最著名的是对刺激贫乏论的呼吁（Chomsky，1989：44—53）。刺激贫乏论要说明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儿童接触到的原始输入材料与其最终获得的语言能力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原始的输入材料有如下特征：“首先，原始语料输入中的一部分有缺陷。成年人在与儿童的谈话中，因为思想不集中或情绪不稳定，会说出声音含糊、语音不准、语调变形的句子，口误、说半截句子而改口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语言缺陷的人，如口吃的人发出的声音也会出现在儿童的原始语料中。其次，原始语料中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人，甚至是家庭内部成员，有可能说不同的方言乃至不同的语言。由于不同的方言或语言在语音和语法方面有大小不同的差别，儿童必须对语料输入进行筛选，这就增加了习得的难度。第三，原始语料输入是有限的。儿童在语言习得期间听到的语料是有限的，而且由于记忆和其他认知因素方面的限制，他们能够理解并用于构建母语语法的句子就更少了。第四，原始语料有不完备性。成人语言能力中相当大的部分没有体现在儿童的原始语料中。例如，一些复杂的句型儿童在习得时可能没有接触过，但这似乎不影响他们断定这些句型是否合乎本族语的语法。”（程工，1999：47—48）刺激贫乏论认为，以上所提及的“退化”数据没有影响儿童对规则的掌握，表明儿童最终的语言知识不是靠单纯接触环境而习得的，语言刺激经验不是语言学习的决定性因素，该理论的支持者将之归因于先天性因素的帮助。这种先天性因素提供了原始语料中缺损的部分，并帮助儿童筛选掉原始语料中有缺陷的部分，从而使他们最终获得正确的语法。Chomsky学派的研究者认为，帮助儿童获得语言知识的先天性因素是一种生物特性，在神经层面的表现就是人脑中的语言器官（Language Faculty），其初始状态对所有的儿童来说都是完全相同的。

（三）模块论

理性主义者捍卫模块论假设。根据理性主义，只有模块性能解释为什么语言是这样一个自动的、无意识且有效的人类能力。模块论提出，智能组织“为有其特定结构和原则的、有区别性的认知能力”，这些能力彼此独立地执行功能（Chomsky，1989：46）。视觉感知、音乐创造或语言能力都被认为封装为这些模块中的一种（Chomsky，1986：12—13）。也就是说，模块只具备某种高度特异化的心理能力，只对特定种类的刺激信息做出反应。因为模块之间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某个领域的进步通常并不迁移到其他领域。一个模块只需要极少的经验加以促发；激活内在结构的经验仅仅需要恰当的内容，例如成人的谈话可促发儿童对语言的习得。

支持模块化理论最重要的证据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婴儿在某些领域似乎有着令人惊讶的高级知识，比如我们下章将提到，新生儿就能分辨出母语和外语，而在其他一些领域则令人惊讶地无知。第二个方面的证据是总体认知功能水平很低的儿童可能拥有某种十分突出的认知技能，比如第四章第三节会介绍的威廉姆斯综合征，该病症是一种罕见的代谢性神经发展障碍，其结果是导致智力落后；但该病症个体在语言方面的才能表现突出，尤其是对基本语法规则的掌握，通常处于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但该病症个体在记忆、计算等其他认知方面的功能则十分低下。另外来自成人脑创伤等方面的证据也表明，创伤之后可能发生非常特异的而非普遍性的认知缺陷，以失语症为例，有些失语症病人可能听理解能力完好而表达能力受损，同时也有相反的情况；或是有些病人语法能力完好而词汇能力受损，同样地，另外的病人可能词汇能力完好而语法能力受损。这些分离提供的证据表明，不但语言不可还原为一般的认知，而且语言内部也很可能是模块的状况。

模块论反映了先天论视角，其观点认为某些特定领域的能力倾向由进化而来。来看看Spelke研究中的模块化概念，Spelke（1994）认为婴儿的知识有着领域特定性和任务特定性的特点，依照内在的模块结构而发展。婴儿的核心知识分为四个领域，分别是物理、心理、数和几何，这些核心知识被认为具有“跨文化和历史阶段的普遍性”（Spelke，1994：441）。为了丰富这些内在的核心知识结构，年幼的学习者必须与其环境互动，但这些知识的本质特征不会改变。简言之：“最初的知识可能随年龄增长自然出现，或由经验促发，或由学习过程促发，可它似乎对最初知识没什么影响。”（Spelke，1994：439）

理性主义者承认不同的模块之间有松散的联系以及一些互动，但即使是认知结构之间的互动也被认为很大程度上是预先设定的。语言和认知之间的互动受到局限，而且仅仅关涉到E-语言（即可实际观察到的外表化言语）（Chomsky，1977：43）。既然很严格的模块论假说是有问题的，于是Chomsky就承认有两个面向E-语言（即存贮于大脑内部的内在化语言）的接口层，“一个与声音有关，另一个与意义有关”（Chomsky，2007：9—10）。

二、认知主义

Piaget是认知主义理论的代表。该理论认为语言学习包含于一般的认知发展之中，语言只是认知的一个方面，因此用于解释其他领域认知掌握的原则，应该有助于解释语言的习得。

Piaget认为个体发育是一个间断的、但不断前进的过程，以一些重要的、产生于对环境适应过程中的重组为特征。适应是两种互补过程的结果。因为外部因素，儿童的有机系统不断丧失平衡，但同化和适应过程会帮助他得到新的平衡。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会达到更稳定和复杂的结构（Piaget，1980：33）。在这一理论中，思维（因此智能）紧密地与儿童的行动和客体有联系，特别是那些发生在感知—运动时期的那些思维。虽然智能的核心被认为是内在的，但智能通过动作浮现：“知识，因而，在它的起源之初，既不来自物体也不来自主体，而是来自互动——一开始就是分不开的——在主体和那些客体之间。”（Piaget，1976：12）

（一）儿童的认知发展历程

Piaget揭示了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把个体从出生至青少年时期划分为四个相对稳定、衔接出现而又各具特点的发展阶段，其顺序被认为是不变的、普遍的（Piaget，1976：22）。

1.感知—运动阶段（0—2岁左右）。婴儿通过与周围环境的感觉运动接触，即通过他加以客体的行动和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来认识世界。在这一阶段末期，当动作不再外化地被执行时，智力会适应于高度内化的动作，叫作运算。在这一阶段，儿童掌握了诸如在物体恒常性、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等领域的基本的人类概念。出现于感知—运动阶段的概念以及其底层的机制都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

2.前运算阶段（2—6岁）。儿童能够考虑到周围世界，但他仍然是自我中心的，也就是说，他在特定情形下的某个时间不会考虑一种以上的因素（Piaget，1923：53）。儿童开始使用符号，并频繁地借助表象符号（语言符号与象征符号）来代替外界事物，将感知—运动图示转化为概念，同时他们开始从具体动作中摆脱出来，凭借表征图示在头脑里进行“表象性思维”。

3.具体运算阶段（6—11岁）。儿童出现了内化了的、可逆的、有守恒前提的、有逻辑结构的动作。他们能够同时考虑一些视角和维度，但仅仅是在一些具体的任务中（Inhelder & Piaget，1966：102）。

4.形式运算阶段（12岁及以上）。利用语言文字，在头脑中想象和思维，重建事物和过程来解决问题。这个阶段儿童能够考虑任何任务（具体或抽象）中所包含的所有因素。

Piaget将儿童视作主动的信息建构者，认为儿童在遇到新事物时，总是试图用原有的图式去同化它,如果获得成功便得到认识上的暂时平衡；反之便做出顺应，调整原有的图式或创立新的图式，以同化新事物，直至达到新的平衡。Piaget认为，儿童心智的这种机能是一种领域一般性而非特定性的学习过程，可用于语言和非语言认知的所有领域。

（二）认知发展前于语言习得

Piaget感兴趣的是以符号和意义出现为特征的语言习得的最初阶段，以及早期的交际互动。他捍卫语言仅仅是认知的一个方面的假设，并认为神经系统的先决条件是内在的。语言习得的主要前提是发生在感知—运动阶段的表征发展。通过模仿和玩耍，儿童在表征和具体的物体/事件之间发展出相对稳定的联系，即使它们不在现场，也能诱发（Piaget，1945：286）。表征因此被认为先于语言，而且表征能力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婴儿期的一项发展成就，它的出现不仅使词的出现成为可能，也使婴儿后期的许多其他现象（物体恒常性、延迟模仿、符号游戏）成为可能。下一步是将符号（语言的、手势的、身姿的等）映射到这些表征上去（Sinclair，1976：190）。根据传统的认知观点，儿童不可能谈论他们还没有在认知层面习得的概念，换言之：“充分的语义发展要求适切的概念结构”（Byrnes & Gelman，1991：12）。最初，儿童使用一个声音/词语指派给一系列与相同动作图示联系的不同表征（过度概括化）。因此，Piaget认为最初的言语图示是“概念化过程中的感知—运动图示”（Piaget，1945：234）。如果儿童已经构建了对应的范畴，那么特定的概念只能与其对应的语言符号相联系（Piaget，1945：228）。也就是说，要等到概念和语言符号具有某种稳定联系时，真正的符号才开始存在。

儿童早期的自我中心主义经常用于解释年幼儿童言语行为的一些特征。比如，会话时年幼儿童不会一直考虑会话伙伴，他会认为对方跟自己有一样的知识，因此不会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使对方理解自己的话语。因此，他们会以主观顺序来安排事件，这些顺序看不出有任何明显的连贯性，他们会忽略因果连接的表达形式，并在指称不明了时使用代词（Piaget，1923：56）。以上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年幼儿童的话语总是缺乏连贯性，并有个人特质。

认知主义者认为互动因素有诱发作用而环境因素起塑造作用。换句话说，输入材料诱发语言学习的内在先决条件，因此儿童会同时学会其所处环境中所说的语言。Piaget认为语言映射于预先构建好的认知表征之上（Inhelder &Piaget，1964：105），这就意味着他拒绝特定语言系统会影响认知结构的观点。

（三）Piaget对儿童语义习得的观点

幼儿谈论他们所知的内容，而且其所知与其认知水平是相适应的，这就是语义习得的认知基础。在语言产生的独词阶段，很多研究已经表明这种认知—语言关系的存在（Gopnik & Meltzoff，1986；Gopnik & Astington，1988），例如像“gone”这类意指消失的词，出现于儿童掌握物体恒常性的最高级形式的过程中。对儿童最早出现的双词句中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如施事—动作、动作—对象等），Brown（1973）提供了类似的分析，他认为，这种独特的早期意义反映了感知—运动阶段的认知成就——关于客体及动作对客体的影响，关于空间和因果关系，关于自我和世界等方面的知识。

应该说，儿童究竟怎么能够使用词语（符号能力使之成为可能），以及他们为什么使用特定的词并表达特定的意义等问题，Piaget的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对于儿童如何掌握句法规则，其理论则显得苍白无力。

三、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宣称儿童是在建构的基础上学习到其环境中所使用的语言的。语言学习的先决条件是不同类型的认知能力（社会的、综合的等）和积极的输入材料（Goldberg & Casenhiser，2008：15）；换言之，“人类的语言知识是一些相当普遍的认知加工的结果”（Langacker，2000：57）。正如Goldberg和Casenhiser（2008：15）指出的，“当今大部分的构建语法是基于使用的”。目前的构建语法认为，语言使用在语言学习和加工中起了关键作用。根据基于使用的语言模式，个体所拥有的语言技能都来自生活中对语言的使用，即语言经验。以下主要介绍的是建构主义视角下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以Tomasello的观点为主。

（一）理解交际意图

Tomasello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互动形式的事实。为了与其他个体互动，儿童拥有一套具有物种独特性的社会认知能力：共同注意、意图解读、视角选取以及交际合作。这四种能力在动物身上缺乏，似乎原因在于它们不能创造或学习一种自然语言（Tomasello，2007：459）。儿童最初几年的言语行为明显反映了社会认知能力对语言发展的影响。Tomasello说：“儿童习得语言符号最根本的是依赖于其参与共同注意活动的能力，共同注意活动创造了与谈话伙伴共同的交际基础，特别是在交际语境下解读他人意图的能力。”（Tomasello，2007：460）

根据Tomasello（1999）所说，交际意图就是“一个人就某个第三方实体向另一个人所表达的意图”。交际意图的表达和理解是智人独有的（Tomasello，1999）。前语言阶段的人类婴儿可以区分声音，但要等到大约一岁时，他们才会开始理解交际意图。大约在9—12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开始能够追随别人的视线方向和指点手势模仿别人对物体的动作、通过指点或举起物体展示给别人来操纵别人的注意。最初的语言紧随这些非语言三方行为（涉及你、我、它）出现并与它们高度相关，较早拥有非语言共同注意技能的儿童开始习得语言技能的年龄也较早。类似情况是，自闭症儿童的共同注意障碍和语言障碍之间紧密相关，即那些非语言共同注意技能最差的儿童在语言技能方面也是最差的。当儿童开始将他人的行动理解为有目的的行为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将他人的交际行为理解为引导他们注意力的有目的的行为（邵军航、杨波，2012：490）。当儿童渐渐理解他人有目的的活动的时候（包括交际活动），就渐渐开始理解话句（utterance）了。而他们对话句的理解要以主体间共有的生活经历即共同注意格式（format）为前提。共有的生活经历构成了一种媒介，语言交际技能就在这种媒介中发挥作用并得到发展（邵军航、杨波，2012：491）。

（二）构式和语法的出现

构式语法是建构主义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特定的构式，特别是熟语表达，有着不能基于其内部更小部分（词、词素等）预测的意义，并因此可能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存储的（Evans，2007：43）。Goldberg将这一方法延伸到任何类型的构式中并发现，构式有其自身特定的意义（Goldberg，1995：1）。她将构式定义如下：“构式是被存储的形式和功能的配对，包括语素、词、熟语、部分由词语填充的语言模式、完全普遍的语言模式……任何语言模式，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些方面不能严格地从它组成部分预测，或从其他被识别的构式中预测，那这个语言模式就可被认为是构式。”（Goldberg，2003：219）基于以上认识，构式被认为是语法的基本单位。与理性主义在不同的语言成分之间进行明确区分（如语素、词、句子）的做法相反，建构主义提出根据词汇—语法的连续统来安排构式（Croft，2002：17；Goldberg，1995：4）。Croft认为构式是对所有语言而言共同的一个语言特征，尽管每个构式本身会有语言特定性的特征（Croft，2002：59；2005：277）。

在构式语法的基础上，一些不同的基于使用的第一语言习得的方法得到了发展，最引起关注的是Tomasello和他的追随者所构建的框架。根据他们的观点，构式被认为是语言习得的最基本单位，因为它们似乎是“说话者交际意图最直接的体现”（Tomasello，2003：325）。语言被认为是在普遍认知能力的基础上，比如统计概括的能力，通过使用学会的，而非理性主义方法所说是在属于儿童的语言知识的基础上学会的——当然这些知识也是推想的（Goldberg，2003：219；Tomasello，2007：834）。因此，Goldberg提出用“自然语言的先决条件”替换“普遍语法”的说法，更关注统计学习、隐含记忆、范畴化领域内儿童的能力，还有积极的、消极的（skewed）输入材料的作用（Goldberg，2008：523）。这些过程相当地无意识，因此语言被认为是隐性地被学会的。在社会互动的情形中，儿童从很早开始就证明了其在互动中交际合作的能力，在互动中他们观察成人如何在特定语境中使用构式。他们通过考虑谈话伙伴的意图（意图解读）和视角（视角选取）推理出这些构式的交际功能。一步步地，他们将功能和意义指派给话语的特定构成成分（Lieven & Tomasello，2008：169）。

儿童能够说出从未在输入材料中听到过的话，理性主义学者将这视为语言的创造性使用，认为这是基于经验的习得理论无法解释的事实。为了解释儿童如何达到对语言积极地、有创造性地使用，基于使用的方法提出，直到约3岁时，儿童还相当保守（Lieven等，2003）。首先，他们习得输入材料中频繁出现的、基于固定词项（concreteitem-based）的构式。不拘结构，高频的构式会变得固化且深入内心（Bybee，2006：621；Tomasello，2007：834）。因此，据Tomasello所说，在早期语言习得中文化（模仿）学习要比目前所认为的更重要（Tomasello，2007：842）。为了反对生成学家宣称的年幼的婴儿已经拥有高度抽象的语言知识的观点，Lieven和Tomasello主张：“使用高度固化的序列可以提高这一印象，即儿童的系统比其实际情况更为抽象。这些序列的使用使儿童的语言看起来相对无错误，但详细的测查表明，在这些固化的序列代替正确形式被使用时仍不乏错误。”（Lieven & Tomasello，2008：190）最初，正如构式语法所认为的，儿童的构式有一个作为整体的意义（功能）（Lieven & Tomasello，2008：170）。构式的特殊例子被存储于记忆中并作为一个单位被通达（Bybee，2006）。如果儿童有内在的句法规则，他们会被预期说出更多有变化的、不定型的句子（Lieven，Pine & Baldwin，1997：210）。但年幼儿童的表现与这一预期不符，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保守的言语行为。Tomasello（2009）在儿童早期多个单位构成的话句中，区分了三种话句水平上的构式类型：

（1）简单词的组合：指词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的组合（Lieven，Pine & Baldwin，1997：190）；儿童除了在特定的交际情形中产出之外，似乎不能推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如Ball table。

（2）枢轴模式（Pivot schemas）：指由一个基本的成分组成的话句，最常见的是一个功能词，这个功能词在话语中出现频率很高，并且和一个开放类词组合在一起（Braine，1976）。所以儿童使用这样的构式时会在一个空位内进行一些变化，比如Where’s X? That’s X。

（3）基于词项的构式作为具有某一意义的整体单位学习，并且显示出句法上的标记，如Draw，Draw for，Draw on。

这些不同的构式类型显示，年幼的儿童“仅以高度受限制的方式表现创造性”（Tomasello，2007：839）；他们在固化的、基于词项的模式中创造空位，同时尊重语言内在的约束。但是甚至这些轻微的改变也是抽象化和模式化的证据，它们由领域普遍性的加工负责（Goldberg，2009：203）。儿童习得语言通过改变构式的一个空位开始，之后用其他聚合上可能的词项填入所有的空位。这一发展发生得有多快，受构式类型和儿童输入材料中词例频率的影响（Lieven & Tomasello，2008：172—174）。注意，在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中，语言仅仅具有促发效应，语言结构的频率不被认为具有显著影响。根据基于使用的理论，高频率的类型会提升儿童的产出，也和构式的创造性使用相关。相反，词例（token）频率会有利于固化性，这样的构式“不太可能即时地革新”并因此“倾向于被保存”（Bybee，2006）。另外，诸如显著性或语用效能等其他因素也会有干扰作用（Lieven，2006：41—42）。

（三）动词岛屿假设

动词在构式的习得中起关键作用。Goldberg认为起初某一构式主要和特定动词出现，提供给儿童相对稳定的句子意义模式（Goldberg，2006：41—42）。那些构式会轻松习得，比简单动词更可靠（Goldberg，2006：52）。因此，Goldberg认为儿童会通过句法（句法引导）习得语义（Goldberg，1995：19）。在动词意义习得时，这一程序提供给他们作为辅助的“多个可使用的句法框架”（Goldberg，1995：21）。

接受这一思想，Tomasello形成了“动词岛屿假设”，该假设认为最初只有高频动词会在名词空位开放但句法很受限的构式中被使用（Tomasello，2000：214），儿童早期语法可能是一种动词岛屿构式清单，即以动词为核心的语句图示清单。通过语言使用，这些构式会变得更抽象，最后可被推广。Tomasello（1992）在一项详细记录其女儿习得英语过程的日记式研究中发现，其女儿的大多数多词句都以具体的动词及其他谓语性词语为核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动词都有自己的一套语句层图示（utterance-level schema），而从整个发展过程看，不考虑其他动词在同一时期的发展情况，每一个动词在新的语句层图示中的使用都有自己的发展时间表。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一旦儿童掌握了一个带有动词的方位构式，他就会自动地将符合语义逻辑的其他动词用在同一个方位构式中。与假定内在普遍语法的传统理性主义方法形成对照，基于使用的理论学家宣称，“成人语言更抽象的范畴是这个（抽象）过程中的浮现物（注：着重标记为原作者所加），而非预先赋予的”（Lieven，Pine & Baldwin，1997：21）。Lieven及其同事描写了从基于词项的学习到作为抽象推广的发展，这些抽象推广具有某些抽象化水平的加工并因此具备好些类别的语言表征。普遍的模式识别能力（Tomasello，2009：69）似乎要对这一抽象和推广过程负责——依赖于构式的复杂性和构式中输入材料的频率——推广过程会延伸几个月甚或几年（Tomasello，2007：836）。很明显，构式的习得也依赖于不同语境中形式—意义映射的前后一致。

在年幼儿童的输入材料中，仅一些受限的动词会用于每一个构式，这些动词在儿童的心理越固化，他们就越不会将构式推广到不可能的语境中去（Tomasello，2009：82）。这种一开始就带有倾向的输入材料帮助他们习得有限的一些构式（Lieven，Pine & Baldwin，1997：208），然后逐渐推广到他们的输入材料中只在后来才出现的、由其他动词构成的这些构式（Abbot-Smith & Tomasello，2006：278）。显然，这样描绘出来的习得过程并不支持理性主义的刺激贫乏论。

理性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之间的论争虽然由来已久，但也要看到：首先这些理论有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认为语言学习有内在的先决条件，它们都承认输入材料是必需的等；其次，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探索语言习得混合模型的可能，以吸收各派之长，达到对事实和现象的最好解释。

第三节 两种发展性语言障碍研究框架

当评估障碍人群（包括儿童和成人）的语言能力时，不难发现他们往往会在语言的不同层面或不同方面表现出不平衡性。比如，在使用标准化测试比较了唐氏综合征、威廉姆斯综合征、自闭症和脆折性X染色体综合征四类人群的语言之后，Fowler（1998）描写了语音、词汇语义、形态句法和语用之间的分离。Fowler认为，与语音和形态句法相比，语用和词汇语义与智龄的关系更为密切。Tager-Flusber和Sullivan（1997）对以上四种障碍人群做了相类似的比较，观察到了语义、语法和语用方面早期发展的不同步性，注意到了诸如嗓音发展、社会交际发展、手势发展、词汇发展、语音发展、早期语法和语用发展的不同。健康成人在获得性脑损伤后，也会表现出对语言不同成分的选择性损伤。损伤者可能某个语言成分受损而另一个语言成分完好，或是两个损伤者之间表现出相反的模式，即一个A成分受损B成分完好，另一个则A成分完好而B成分受损。从这些选择性损伤反映的分离中，可推导出一个模块性的功能构建（A、B成分各构成单独模块）。因此，来自成人的、解释正常成人认知的神经心理和认知心理的理论认为，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模块系统。那么儿童所表现出来的不平衡发展，其性质是否也是模块性的？模块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对此有不同的回答，这是先天论和后天论在发展性障碍领域进行角逐的表现。

一、模块化理论和神经建构主义理论在发展性障碍领域的基本观点

成人获得性脑损伤之后会在语言的不同成分上表现出选择性障碍，这些障碍之间存在分离，因而可以推断出成人脑具有功能性的模块结构。Temple（1997）认为，可将发展性障碍与成人脑损伤之后产生的障碍模式联系在一起，该想法的实质是将认知神经心理学中对成人研究的思路用于发展性障碍人群中。在发展性障碍领域，模块化理论最小程度地强调发展的作用，将源自神经心理学的方法既用于成人获得性障碍的研究，也用于发展性障碍的研究；认为发展性语言障碍个体的语言表现可以视为反映了正常的系统结构，只是这个系统的选择性成分发展不足或发展过度了（Clahsen & Temple，2003），这可以在儿童标准化语言测试的结果和他们非典型的功能结构之间提供一种相符的解释。假设我们已经对各个模块进行了完整的测试，包括比如词汇测试、语法测试、语音意识测试等，处于正常范围的分数可以解读为这个语言成分发展正常，高于或低于正常范围则可以解读为反映了非典型的发展，即这个语言成分发展不足或发展过度。在模块论视角下，测试结果与模块结构之间存在映射关系，语言表现是模块系统构建的反映，因为在成人那儿鉴别出来的整个模块系统婴儿也存在，所以语言发展之初，就可能伴有一个或多个模块最初的选择性异常。不难看出，模块论支持模块来自先天的看法，强模块论亦可称为强基因控制论。其观点认为很多模块都在强基因控制之下，我们出生时，基因已经为大脑发展出特定的专门化系统设定了程序，模块的最终形成只需要初步的输入即可。在这一观点之下，将儿童的障碍与成人的障碍类比有其道理。

但是，模块的形成是不是只被基因规定？有很多心理学家提出的模块几乎肯定不受强基因控制，阅读和写作之下的系统就是很好的例子。按照进化论原则，阅读和写作属于相当晚近才习得的技能，它们反映了大脑能够通过学习过程创造出模块的事实。实际上，“模块”的很多性质（比如操作活动的速度和自治）可能是作为认知系统的性质被观察到的，这些性质受益于大量的练习。比如熟练打字或熟练骑自行车的活动，没有人生来便能打字，所以没有人生来就有一个内在的“打字”模块，但熟练的打字员似乎只需极少的认知努力便能以惊人的速度打字，他们与打字相关的底层的神经机制与常人必定不同。毫无疑问，其“打字”模块是发展出来的，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与模块论不同，神经建构主义理论更强调发展在认知结构产生时所起的作用（Karmiloff-Smith，1998）。其观点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在成人时期观察到的模块结构在婴儿时期并不存在，模块结构是发展过程的产物。在建构主义视角下，模块结构是通过发展才逐渐浮现（emerge）的，但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状况，有些部分暴露出非典型的功能性质，其余部分则保留正常的功能性质。这一观点受到来自发展性认知神经科学数据的强烈支持（Elman，Bates，Johnson，Karmiloff-Smith，Parisi & Plunket，1996；Karmiloff-Smith，1998）。这种发展性视角将标准化测试的敏感性引入考虑范围，提出处于正常范围内的分数也可能由非典型的认知加工实现，并认为敏感的在线任务对于准确评估底层加工是必需的（Karmiloff-Smith，1997）。持这一立场的研究者指出，在一些发展性障碍中所鉴别出来的正常或受损模块的清晰模式可能部分地是受标准化测试约束后产生的人造物。如果一个儿童参加了接受性词汇测试，那么他只可能得分低于、处于或高于正常范围。标准化测试不但从内容设计而且从测试结果上都很好地体现出了“模块化”。神经建构主义认为，如果模块是发展的产物，当出现发展不正常时，不太可能只有一个模块损伤而其余正常。

建构论强调学习对发展所起的作用。为了发展，认知系统要依赖于大量的学习，“模块性”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得以逐渐提升（Hulme & Snowling，1992；Karmiloff-Smith，1992）。当技能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时，会涉及很多系统，包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中央系统。当学习推进时，能够有效且省力地执行技能的神经回路就逐步建立起来，对于中央控制的需求也下降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从开始学打字到学会打字再到熟练打字。因此，模块由已建立的神经回路构成，这些回路是在发展过程中依赖于学习产生的熟练的认知任务而形成的。可见，发展所蕴含的最简单的事实之一就是它包含变化，如果用成人“模块”系统的模型作为出发点来解释儿童的认知障碍，就会忽略这一基本事实。举一个具体的语言加工的例子，为加工孤立的口语词，成人脑中至少需要区分出三个分离的系统：一个识别口语词声音结构的系统，一个说出词的系统，一个处理我们听到或需要去说的词的意义的系统。这种看法已为得到相当广泛的接受，三个系统可如图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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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成人口语词理解和产出背后的模块系统

（转采自Schauwers, Gills和Govaerts（2005））

听觉输入的词汇具有我们听到这些词时能懂并能识别的表征；语音输出词汇具有一种适合于控制我们如何说出词的形式的表征；语义系统具有关于词的意义的信息。这三个系统并不是事先存在的。一个典型发展儿童大约在12个月左右学会说第一个词，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表达性词汇才迅速扩充，可以推测典型的8个月儿童在他们头脑中应该没有图1—3所示的任何一个椭圆，典型的2岁儿童可能只有三个系统的小规模版本，典型的10岁儿童才会已经具备非常接近成人系统的表征。因此，如果要解释一个5岁儿童的语言损伤问题，从图1—3所示的稳定的成人模型出发将无功而返，它无法说明词汇系统尚处在变化中的儿童其语言问题是如何发生的。所以语言受损的成人和语言发生障碍的儿童要区别对待，成人在损伤前有词汇和语言结构系统的完整表征，这些完整的表征因外在原因而受到影响，但儿童的障碍发生在习得过程中，其语言表征仍处在形成时期，并不完整。考虑到这一点就会引发如下推论：首先，儿童的表征局限可能源自其发展阶段而非障碍。典型发展的儿童也不是突如其来就获取了成人的表征，语言习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障碍儿童表现出对语言特定成分的加工问题，那就其语言发展阶段或对其年龄而言可能是正常的。其次，认知障碍的理论解释需要详细说明在特定的过程中障碍是如何产生的，并要说明这一障碍会如何影响其他系统的发展。一个领域的损伤可以在发展的其他方面产生连锁效应，因为发展过程中不同系统会相互作用。与语言障碍儿童相关的就是加工语言表征某些方面的困难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后续加工过程的困难。可用聋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听力损伤属于感觉障碍，先天聋，或更确切地说，语前聋对口语发展通常会有损伤效应，言语技能通常都会受到严重损害。典型的口语发展需要依赖于听和说的经验，因为得不到应有的刺激输入，聋童通常会表现出口语发展诸多方面的重大损伤，包括语音障碍（掌握语言的声音系统）、语义障碍和句法障碍。以语音障碍和词义障碍之间的关系为例，聋童虽然只在加工输入材料的语音上存在困难，但这个困难会使他无法将语音表征与词义联系起来，因而，语义问题可能来自于之前的语音问题；而语义困难反之又可能提升了输出时将词义与语音表征建立联系的困难，所以，语音输出问题可能来自于之前的语义问题。以此推知，语音障碍与句法障碍之间也会存在类似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然而，发生在成人中的获得性耳聋的后果则大不相同。已经掌握语言的成人若因疾病或外伤等原因致聋，也会发生语言方面的障碍，但表现有很大不同，其言语理解会明显因听力问题受到危害，但其他之前已经学会的语言技能会保留完好。这个例子传递的信息是，发展早期的问题，较之一个发生在认知发展完成后成人期的相应问题，所产生的后果会更严重。

可见，若认为模块是发展和学习的产物，那么来自成人脑损伤的关于语言是如何加工的证据和观点，都不能成为解释发展性语言障碍的依据。从加工孤立的口语词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除了对发展过程的强调不同之外，两种流派的理论还有以下区别：模块论强调自下而上的加工，而神经建构主义强调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模块论强调分离，而神经建构主义强调联系；模块论强调表征，而神经建构主义强调加工。

二、发展过程中的大脑可塑性

脑的可塑性是指大脑可以为环境和经验所修饰，具有在外界环境和经验的作用下塑造大脑结构和功能的能力（杨雄里等，2003）。在解释发展性障碍时，神经建构主义更强调可塑性。

（一）可塑性的证据

大脑可塑性可以由神经敏感性的提高、神经的专门化、神经联结以及神经效率的提高反映出来（Yang zhang，Yue wang，2007）。已有大量来自各个方面的证据证明了大脑可塑性的存在，可塑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下面我们以语言加工的左半脑偏侧化的发展为例，来说明发展过程的变化有其生物学方面的基础。

成人的语言加工机制存在偏侧化现象。人类大脑由左右半球组成，其脑皮层分别感知来自对侧肢体的刺激并控制对侧肢体的活动。尽管大脑在形态上大体左右对称，左右半球在细微结构和认知功能上却不完全对称，某些功能甚至主要由某侧半球承担。这种大脑半球在结构和功能上的不对称称为偏侧化。Broca（1865）通过对失语症病人的观察，将语言功能的偏侧化带入广泛的科学研究的视野下。他认为大脑左半球在语言加工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但近年来很多从发展角度开展的研究发现，偏侧化的形成和强化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针对儿童早期语音感知的研究发现，7—8个月以及9—10个月的婴儿对“元音对比”进行加工时（刺激材料为/itta/和/itte/），在大脑两侧的颞叶有同等的激活，直到11个月时才会出现明显的左偏化（Sato 等，2003）。Arimitsu等（2011）的研究结果类似，发现新生儿加工元音变化（/itta/和/itte/）的语音刺激时在双侧颞叶都有激活。此外，来自脑损伤儿童的研究结果也进提供了支持证据。Dehaene-Lambertz等（2004）曾对一个左半脑大脑梗死发生三周后的新生儿进行了音位感知的ERP研究，结果发现，她不仅能够识别基本音色中音色的变化（泛音数量上的不同），而且能够识别浊辅音中发音部位（如/ba/与 /ga/的对比）以及元音的变化（如/a
 /与/o/的对
 
 比）。该结果表明，在出生的前几个月，大脑的两侧都能够进行音位的识别。

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年龄的增长，语音感知的脑区会越来越专门化于左半脑。Mills等（1993）以产出性词汇量为指标，考察了20个月大的儿童加工不同类型单词时的神经机制。实验刺激材料为：被试已理解的单词、不理解的单词以及以倒序方式呈现的已理解的单词。结果发现儿童对不同材料其加工的神经反应有所不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已理解的单词反应是双侧对称分布，已理解的单词对左侧颞顶区的激活作用更大；对不理解的单词，则引起了不对称的N200和N350的反应，右半脑反应比左半脑反应大。研究者由此认为，随着儿童语言能力的提高，语言加工的脑区越来越专门化于左半脑的颞叶以及顶叶区。Mills等（1997）在另外一项类似的研究中进一步发现，这种左偏化的提高与年龄增长所引起的大脑成熟有关。他们利用同样的任务考察了13—20个月的儿童在任务加工中的反应，结果发现儿童对已理解的单词和不理解的单词存在加工差异，17个月之前，脑区激活广泛分布于双侧的前部和后部脑区，到20个月时，这种激活只存于在左半脑的颞叶和顶叶。

语言功能的偏侧化会随年龄增强，并且一直持续到20岁左右。Wartenburger等（2007）对4岁儿童的语音加工研究发现，儿童加工孤立的韵律时，右半脑的额颞叶区有更大激活，进行正常的语音感知时在左半脑有更大的激活。这与成人的加工机制类似，即左半脑负责加工音段的信息，而右半脑负责加工超音段的信息。Holland 等（2001）发现7—18岁的儿童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的语言能力会导致左半脑加工语言时激活的增加，这种与年龄相关的激活的转移在左额叶（布洛卡区）最明显。Szaflarski等（2006）以年龄跨度广至5—67岁的被试为对象，专门探讨了随着年龄增长，大脑的成熟如何对偏侧化产生影响，结果表明，左偏化会因年龄增长而逐渐加强。

（二）神经建构主义对可塑性的强调

代偿性是对可塑性支持的重要证据。Lenneberg（1967）对早期左半脑受到损伤的儿童进行研究后发现，无论儿童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如果损伤发生在儿童学会说话之前，那么都不会引起永久性的失语。此后，来自Wada测试的证据表明，左半脑损伤的新生儿其语言功能会具有以右半脑为基础的语言功能（Milner，1974）。Lenneberg后来得出结论，假如损伤发生在2岁或3岁之前，当左半脑受到损伤时，右半脑可接替由左半脑完成的功能；如果损伤发生在2、3岁至青春期之间，那么发生短暂的失语后，通常都会恢复得很好。可见，代偿的发生可对偏侧化过程产生影响，并且语言由左半脑习得存在一个关键期，在Lenneberg看来这个关键期应该是从2、3岁到青春期，在此之前，右半脑可以承担语言功能，之后要接替这一功能则不容易。虽然后来的研究者对语言关键期的界定多短于Lenneberg，但无论如何，左半脑的损伤发生得越早，对语言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就越弱，表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脑的认知功能是可以重组的，而且这种重组功能具有其时间上的敏感性。

发展性语言障碍领域的代偿性可以威廉姆斯综合征（Williams Syndrome，简称WS）和特异性语言损伤（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简称SLI）为例。WS个体语言能力损伤小，但视觉空间和数字认知有困难；SLI个体语言发展存在损伤但非语言技能正常，这两个例子体现出发展性障碍领域典型的双重分离，似乎说明语言系统和其他系统可以互不干扰。因而有人据此分离来支持模块主义的观点，认为语言系统是模块化的，语言的发展尤其形态句法的发展可以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但神经建构主义者认为，在特定任务中表现不好，不能说明该系统功能不佳，可能不是特定的认知器官有特定缺陷，而是不同的认知共享一系列水平的处理。换言之，障碍群体在某一语言领域存在障碍，有可能因为该语言领域是模块化的，也有可能是与该语言领域加工相关的认知处理存在异常；反之，某障碍群体在某语言领域表现良好，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语言领域完好，有可能该领域还是异常的，但是通过其他非典型的方式弥补了这一异常，使其语言能力在该领域表现出了正常水平。以上如果成立，就不支持模块主义的观点。因此，需要对障碍群体的语言进行更全面更细致的考察，以鉴定出其表面正常的表现下是否存在非典型的加工机制。比如，WS个体语言能力表现良好，但是会较多地使用低频词；在会话时会使用陈腔滥调、习语和比喻来增加听话人的注意；其语言使用不恰当，对意义理解贫乏，只能解读表面意义，倾向于将比喻固化，词汇语义知识较差，这些表现说明表面的语言能力正常并不意味着该人群就拥有正常发展的底层加工机制。Thomas（2006）用面部识别的例子说明了神经建构是怎样解释细小认知分离的。WS个体表现出良好的面部识别能力。典型发展个体的面部识别依赖面部特征的结合和面部的精确布局，而WS个体的识别技巧则要依赖更多的个别面部特征，而不是特征的结构和外形整体，其面部识别采用了非典型的处理机制，表明系统的代偿性可使功能表现正常，这虽不是最佳方式但可以取得相同的表现效果。

补偿机制产生的前提是交互性。在语言领域，交互性可理解为语言系统各个部分在发展中是相互联系的，某个语言子系统发展正常与否会影响其他语言子系统的发展，高低等级不同的语言缺陷也存在相互联系，并非孤立存在、独自运行、互不干涉。年龄较小的儿童大脑经历创伤以后，其语言能力的恢复就依赖于大脑其他结构的补偿，大脑的其他正常机制代替损伤机制运行，语言能力就此保持完好。与此相同，某一语言能力受损，或者某一认知能力存在障碍，其他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也可以通过不同于典型加工的途径进行补偿，这说明大脑机制具有冗余性，冗余性为补偿提供了选择的可能。人类获得语言能力的途径并不是唯一的，只不过正常人的大脑采取了最佳途径，而有障碍的群体在最佳途径遭遇问题时，大脑会采用次佳路径来弥补缺陷，这个次佳系统相较于典型加工的最佳系统而言可能效率低，构建该系统的时间可能更长，但最终它可以与最佳系统有类似表现。再举一例，WS婴幼儿有共享注意力缺陷。他们的二元交互没问题，但在三元交互中存在障碍；其注意力过于集中在看护者的脸上，而不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将要学习的物体上去，因此对物体命名的学习存在障碍。但标签命名不是学习物体名称的唯一途径，还有其他途径可以选择，并可获得成功，只是费时长，效率低。因此，WS个体的语言学习发展速度较为迟缓。

三、模块主义和神经建构主义争锋的具体实例

——以SLI儿童的句法障碍研究为例





SLI最初作为单纯的发展性语言障碍，引起了研究者极大关注，许多假说已对SLI个体的句法障碍进行了解释，这些假说一般是在两种理论框架内进行的：“领域特异性”理论（domain-specific）和“领域一般性”理论（domain-general），前一类理论是将其损伤归于语法知识的损伤（Deevy & Leonard，2004），后一类是将SLI儿童的损伤归于加工的局限性，它们分别体现了模块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思想。

（一）“领域特异性”理论

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专门化的认知机制是在基因控制下发展而来的，并且处于不同的认知领域之下（Chomsky，1986；Pinker，1994）。语言的一些核心方面是模块化的，如演算操作、递归或形态句法规则，而且可以同一般的认知能力相分离。儿童出生时就有内在的关于语法的知识，而SLI儿童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这种语法知识。这些解释多在“原则和参数理论”（Chomsky，1981）或“最简方案”（Chomsky，1995）的框架内讨论，将SLI儿童的语言障碍归于语法知识的损伤。支持“领域特异”理论观点的学者们认为，SLI儿童的语言损伤是特定领域的认知损伤，具体地说，其语言障碍在于语法规则发展的损伤。如Van der Lely（2005）认为，特定的语法原则在SLI儿童中出现得较晚或者在他们的语法中这些特定的语法成分是缺少的，这导致了他们理解相关句法结构时的失误。

演算语法复杂性假说（或依存性表征损伤假说）是对SLI人群的语言障碍进行“领域特异性”的代表性解释。该假说认为，SLI个体在语法结构的依存关系上存在损伤，在建立复杂的句法关系上存在障碍（Van der Lely & Stollwerck，1997），而这种从句层面的依存关系是由移位得来的，因而SLI儿童语法的核心缺陷涉及移位。进一步，该假说认为句法损伤存在于句法演算系统（表征/机制）中。这种损伤阻碍了SLI儿童建立、分析句法复杂的层次性的结构（包括从句句法依存操作）。因此，随着从句依存操作的增多错误就会增多。该假说还认为语法“规则”从定义上来说是强制性的、必要的，而在SLI个体的语法中却是选择性的（Van der Lely，1996）。因此，SLI个体的语法被看作是“选择性移位”。SLI儿童的句法损伤（尤其是句法依存关系中的损伤）存在于句法演算系统中，而不是在句法系统之外的加工中。以被动句理解为例，被动句属于NP移位，NP移位的终点是主语位置，该位置是主目语位置，所以NP移位称为主目语移位，因而被动句是主目语移位形成的。Van der Lely和Harris（1990）认为SLI儿童在基于句法结构分派题元角色上存在障碍，他们采用行为演示任务考察了4岁10个月到7岁10个月的SLI儿童对可逆的主动句和被动句的加工情况。被试分为SLI儿童组、实龄匹配组和语言能力匹配组。要求被试按照句子主题的顺序表演出36个语义可逆的句子。研究显示，SLI儿童在被动句上的表现明显不如年龄匹配组儿童和语言能力匹配组儿童。与更年幼的语言能力匹配组相比，SLI儿童对完整被动句做出了更多反向的错误判断，如在理解类似“the man is eaten by the fish”的句子时，他们会倾向于选择表示“人正在吃鱼”的图片。而且这类错误与年龄无关，并未像语言能力匹配组那样，随年龄增长而减少，虽然两组研究者暗示SLI组的问题应来自句法加工。

（二）“领域一般性”理论

这一视角下的理论遵循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语言与许多其他认知因素相互影响，将SLI儿童的语言障碍归于加工上的损伤，而不是语言规则习得上的损伤，即SLI儿童的语言损伤是一般认知领域的损伤，比如话语的语音加工缺陷或程序记忆缺陷（Ullman & Pierpont，2005）。

对“领域一般性”理论的扩展目前主要包括自然成熟说（emergentism）和感知缺陷说。自然成熟说认为语言障碍是儿童与语言输入独特互动的表现，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认为模块是发展的产物。因此，话语感知、工作记忆的异常或更慢的加工速度都会使SLI儿童在语言加工上出现问题。语言障碍是加工系统内在特征与语言输入相互作用所致，语法损伤不可能孤立发生，一定与更基本的认知损伤有关。

感知缺陷说（perceptual deficit account）认为，SLI个体句法习得障碍的根源在于，他们不能很好地将语音表征充分保持在工作记忆中以备加工。许多研究已为这一观点提供证据（Gathercole & Baddeley，1990； Kirchner & Klatzky，1985；Montgomery，1995）。Deevy和Leonard （2004）认为工作记忆和加工能力的局限都可能导致SLI儿童在复杂句上的理解障碍。他们考察了16个平均年龄为5岁1个月的SLI儿童对特殊疑问句的理解。给被试呈现印有三个动物形象的图画（具有相反的动作），主试对图画提问，并通过增加句子额外的信息（增加形容词）来对句长进行操作，该操作会增加加工负荷，但不会影响句法的复杂性。这些或长或短的问句的提问焦点在句子的主语或宾语，例如“Who is washing the dog?”（短主语问句）或“Who is the happy brown dog washing?”（长宾语问句）。结果发现SLI儿童在长宾语句上的表现明显更差，Deevy和Leonard（2004）认为，SLI儿童不能高效加工特殊疑问句是因为移动了的特殊疑问词和其最初位置之间的距离增加了，这种长依存关系对这些儿童的工作记忆和加工能力造成了更大的负担。该研究支持了“基于加工的解释”。另一项研究也支持了加工能力对SLI儿童句法加工的影响。Hestvik，Schwartz和Tornyova（2010）改进了跨通道的图画启动范式（cross-modal picture priming method），用图画命名取代范畴判断，从而将认知能力的要求尽量降到最低，而且会诱发更大的论元词汇启动效应。利用这一实验范式，Hestvik等（2010）考察了SLI儿童（8—13岁）对关系从句中的空位—填充依存关系的加工情况。在线加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典型发展儿童不同，SLI儿童在动词后面没有及时的重新激活现象，说明其在空位—填充结构中没有表现出及时的激活效应。此外，该研究中的离线加工则显示，SLI儿童与典型发展儿童没有差异，说明他们能够正确理解刺激句的意思，即能够建立填充物与动词之间的关系，这支持了SLI儿童的核心损伤在于加工能力而不在于语法知识本身损伤的理论。

Montgomery（1995）利用非词重复任务考察了SLI儿童的语音工作记忆，其中非词由1—4个音节构成；理解任务中的句子长短不一样，但长句子与短句子的句法架构类型是一样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增加了形容词或副词性的修饰语。研究结果显示，SLI儿童在非词重复任务和长句的句法理解任务上都存在明显障碍，而且SLI儿童在这两个任务上的表现有强烈的相关性，从而表明工作记忆对句法加工有影响。Montgomery和Evans（2009）考察了SLI儿童的复杂句理解是否与工作记忆有关的问题。他们认为工作记忆分为两个机制：一是语音短时记忆，一是注意资源分配的能力。被试包括24名SLI儿童、18名实龄匹配儿童和16名语言能力和记忆能力都匹配的儿童。实验任务包括非词重复任务（测量语音短时记忆）、竞争性语言加工任务（Competing Language Processing Task，测量注意资源分配）、以及简单句和复杂句的理解任务。复杂句由可逆被动句（如the boy was kissed by the girl）和包含代词和照应语（回指词）的句子（如Daffy Duck says Bugs Bunny is tickling himself）构成。简单句采用标准语序，不包含任何非局部的依存关系。结果表明，SLI组在两个记忆任务上都差于实龄组，三组被试在简单句的理解上表现相当，但是在复杂句的理解上，SLI组和语言记忆匹配组比实龄组表现差。对SLI组而言，竞争性语言加工任务与复杂句理解相关，非词重复与简单句理解相关；对实龄组而言，两种记忆与两种句子的理解均无关；对语言记忆匹配组而言，只有竞争性语言加工任务与复杂句理解相关。从结果可推，SLI儿童理解复杂句和简单句都是有认知要求的活动，需要明显的工作记忆资源。





第二章 典型语言发展历程

对于没有损伤的典型发展儿童而言，其语言发展或说与语言发展密切关联的其他方面的发展从出生时就开始了。语言发展是一个综合过程，虽然这一章将按照语音、词汇—语义、形态—句法和语用等不同的语言层面来介绍儿童的发展历程，但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分析的需要。事实是，不同的语言层面是协同发展的。了解典型发展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尤其是把握其中一些里程碑式的表现，对于判断语言发展是否迟缓或异常是必不可少的参照。

第一节 儿童的语音发展

婴儿对语言的兴趣和敏感在出生之后即表现出来。胎儿在子宫内就可以听到声音，尤其会对母亲的声音更加敏感，所以语音感知活动要先于产出，语音产出从儿童能说出一个音义结合的词开始。

一、婴儿语音感知的发展

婴儿一出生就已经开始加工其语言环境中的言语刺激了。婴儿偏好于注意言语刺激，表现出对表达自然语言构建（音节、音素、词）的听觉信号的敏感性，他们以特定方式感知言语，并且之后将听觉刺激匹配于其母语中的语音系统。一开始，婴儿不仅对他们所接触到的语言中有语音值的听觉刺激敏感，而且对在其他人类语言中有语音值的任何听觉刺激也表现出敏感。这可能是因为婴儿是任何人类语言的潜在母语者，生来就具有能适应任何语言的机制。婴儿从一个普遍学习者起步，之后依赖于成长所处的语言环境，成为操一种或多种特定语言者，这可称为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验使感觉敏感性窄化，因而使学习者可以选择输入材料中实例化了的语音系统，这些输入材料反映人类语言的特征且在普遍语法中被编码。婴儿虽要等到10—12个月时才开始生成独词句，但出生4天的婴儿就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语音分辨能力，比如他们能区别母语和外语。这种辨别能力即使在不熟悉说话者嗓音的情况下也依旧保持，说明他们能够区分不同的语言而不是不同的嗓音。这一结果暗示新生儿能忽略那些无关的变化，如音质、语速和语调，也表明他们能以某种方式编码语言刺激，并对所听到的内容形成某种表征，即他们能发现言语输入材料中的规则性。

（一）新生儿对母语与外语的感知

婴儿能辨别母语和外语的事实被很多实验、各种不同配对的语言所证实，这些实验的被试都是出生没几天或没几个月的婴儿。要研究还未掌握语言的婴儿的语言能力是极其困难的，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前相关研究主要是依靠观察法。70年代以后，心理学家利用婴儿的反射反应设计出了一些经典的实验范式。

标准技术之一就是探测婴儿吸吮行为的习惯—恢复程序：高振幅吸吮程序（high-amplitude sucking procedure，简称HAS）。所有的学习行为中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习惯化，一个刺激重复出现变得逐渐熟悉后，人对它的反应就会降低。在典型的HAS设计中，婴儿吸吮一个奶嘴，这个奶嘴连在一个与计算机连接的压力换能器上，这使婴儿的吸吮频率可被测量。刺激通过扬声器呈现，婴儿听到刺激后会依条件而定地高振幅吸吮。采用这一方法，Mehler，Jusczyk，Lambertz，Halsted，Bertoncini和Amiel-Tison（1988）找了一位真正的双语者，即两种语言说得一样好的人，请他用法语和俄语讲同样的故事，进行录音，然后对法语环境下刚出生四天的婴儿做实验，结果表明婴儿可以区分出法语和俄语，也就是母语和外语。Mehler等（1988）、Nazzi，Bertoncini和Mehler（1998）的研究还进一步表明，法语环境下4天大的婴儿能辨别出两种外语，包括英语句子和意大利语句子，以及英语句子和日语句子。对于婴儿出生后不久就能区分母语和外语的能力，可能的解释是：特定语言的影响在出生后几天的接触中在婴儿脑中留下了印迹，或者婴儿在出生之前就已经熟悉他们语言环境中的某种性质。然而，以上两种可能性都不能解释新生儿区分不同外语的能力，因为这些语言他们从未接触过。既然婴儿能区分他们参加实验之前从未听到过的两种外语，那么事实一定是在实验过程中他们对所听到的内容迅速建立了某种表征。婴儿能够捕获他们感兴趣的、特定的、显著的听觉特征，而且能够利用有限的接触在很短的时间内从话语中提取这些特征。

Dehaene-Lambertz和Houston（1998）的研究表明，4天大的婴儿在听到句子1200ms或约6个音节后就能够识别母语。婴儿是如何处理以区分两种语言的呢？一种可能是婴儿对样本中的某些粗颗粒（coarse）的听觉性质做出了反应，如句子的平均音强或音高。为验证这一假设，Mehler等（1988）呈现上文提到的实验中同样的法语和俄语刺激，但是倒着播放，这样句调会被破坏，整个句子的抑扬顿挫、旋律及其他声音细节均被改变，而像声音的声调及说音符的强度保持不变。如果婴儿仅仅探测到言语的一些粗略的听觉性质，他们就应该区分出不同的语言，而这些听觉特征也保存在倒着播放的刺激中，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是可以成功识别出不同语言的，但实验结果并未支持这种假设。另一种可能是婴儿可通过识别语言的音段性质完成这种区分任务。为验证这一假设，Mehler等（1988）和其他研究者使用低通过过滤话语测试了婴儿，在低通过过滤话语中只有频率低于400Hz的才保留。这种改变减少了音质内容（单个的声音不再能识别），并且保留了韵律或超音段信息（声调、节奏）。如果婴儿依赖的是音段信息，他们就应该不能在低通过过滤话语的样本中区分不同语言，因为这些样本中的音段信息消失了。结果是婴儿成功地做出了区分，这说明婴儿没有依靠音段信息来区分不同语言，而是依赖话语的一些韵律特征。

那么韵律信息对于区分不同语言是必需的吗？在低通过过滤话语中，一些基本的音段信息实际上仍然保留，这可能对婴儿来说足以在不同语言中做出区分。为验证该想法，Dehaene-Lambertz等（1998）使用从句子中提取的多音节词呈现给婴儿，并且以打乱的顺序重新排列。这样处理的目的是破坏句子超音段信息的连贯性，并且保留音位信息和单个词的韵律信息。如果音位信息或词层面的韵律足以在两种语言间做出区分，那么婴儿在听这些以打乱顺序排列的词时就应该毫无困难地区分不同语言。相反，如果音位信息或词层面的信息不足以让婴儿做出区分，那么婴儿在听这些打乱顺序排列的词时就应该不能区分不同语言。实际上，2个月大的美国英语学习者在这种条件下未能区分出英语和法语，但当句子的韵律信息和低通过过滤刺激保留时，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所以韵律信息对于新生儿区分不同语言是必需的语音感知信息。

新生儿区分不熟悉的音位对立的超常能力并不会一直保持，几个月后便迅速下降。大多数英语学习者在6—8个月大时仍然能区分外语中的辅音对立；8—10个月时就不那么成功了，能够完成区分任务的英语学习者开始下降；到10—12个月时，仅约20%的英语学习者能区分北印度语（Hindi）中的辅音对立，仅约10%能区分塞利希语（Salish）语中的辅音对立。一般认为，这一效应源于他们与母语相关的经验，因为所有11—12个月大的北印度语和塞利希语的学习者均能分别区分北印度语和塞利希语的对立。这样的结果被不同的婴儿群复制。例如Tsuhima等（1994）发现6—8个月大的日语学习者能区分英语的辅音对[ra]和[la]，12个月时，他们却像日语成人者一样，不能在[ra]和[la]之间做出辨别。

（二）对本族语音位对立的感知

人类语言的声音集是有限的，不同语言在从普遍集合中选择声音或音位次集时表现不一样，一般而言，一种语言拥有20到60个音位，如汉语有约36个音位，英语有约40个音位，意大利语是33个左右。成人能熟练处理母语中有效的音位对立，但在处理外语中的音位对立时却相当不熟练。那么，儿童如何达到成人处理母语声音系统的能力？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新生儿的认知是白板一块，因此婴儿必须学会对目标语做出有效区分；或者婴儿生来具有区分所有对立的能力，因此他们要“学会”去忘记那些他们语言环境中未被例示的区分。

婴儿对辅音对立表现出异常的敏感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言语感知的研究已表明婴儿很早就能在母语的对立中做出区别。在一个使用HAS的先驱实验中，Eimas，Siqueland，Juscyk和Vigorito（1971）显示大约从1个月左右开始，生活于英语环境的婴儿便能区分音节内一个音位之间的对立，如[ba]和[pa]，[b][p]的对立在于清浊不同。

辅音对立的感知是类别性的。即在呈现共时言语刺激后，成人可以很容易在属于两个有区别性的语言范畴下的声音间进行区分，就如[pa]和[ba]，它们因嗓音特征不同从而产生了清浊对立。然而，成人在属于同一类别下的不同声音之间要做出区别则很难，如[ba]的两种不同发音。婴儿辅音对立的感知也是类别性的。Eimas等（1971）的实验已经变成这个领域的研究典范：他先给4个月大的婴儿听一个由计算机合成的语音/pa/，播放几分钟的/pa/，在看到婴儿吸吮的反应已经降低下来后，他给婴儿听在物理向度上不同的/ba/音节，这些音节大人听起来仍然是/pa/的声音（这种声音必须要由计算机来合成才行，人的声音无法发出介于p和b之间的声音，但是计算机可以取p和b一半的质，合成一个介于p和b之间的音）。人对于语音的知觉并不像音的物理性质一样是连续的，而是会不自觉地把它归类成p或b这两种类别，将连续的物理音区分为不连续的语音类别。例如在/ba/的范畴里，受试者听到的都是/ba/原型的声音。在两类交接的边界上，受试者比较不确定他听到的究竟是p还是b，但是他会依照这个音比较靠近哪一边来归类。这个语音的边界相当的稳定，不会随实验或说话的人而改变。结果Eimas发现，4个月大的婴儿在语音知觉的分类上就已经跟成人一样，会以类别化方式区别辅音对立。婴儿能够感知到不同语言范畴的听觉差异，却不会感知和区别与语言不相关的听觉差异。从Eimas等（1971）的开创性工作之后，进一步的研究已经显示婴儿能区分其他的辅音对立，像由发音位置决定的对立，如[ba]和[ga]；由发音方法决定的对立，像口音和鼻音的不同，如[ba]和[ma]。

能否把婴儿区别母语对立的能力推测为经验的原因？即婴儿对他们听到的那些对立变得熟悉了。Werker和Tees（1984）的工作对这个推测提出了挑战。其研究显示，6—8个月大的婴儿不但能对母语，而且能对外语的对立进行区分。他们可以区辨印度语和北美印加安语所有的语音对立特征，比如虽然英语不分送气与否，但送不送气是北印度语的音位特征，英语环境下的婴儿可以对此进行区分。Bates，Bretherton，Snyder，Beeghly，Shore和 Mcnew等（1988）也发现，在日本出生的日语婴儿12个月之前可以辨别英语中有而其母语中没有的/r/和/l/。婴儿能区分非母语辅音对立不支持该能力来自经验的假设。

汉语环境中的普通话儿童如何感知音位范畴呢？Feng-Ming Tsao，Liu和Kuhl（2006）使用汉语普通话塞擦音和塞音的对比，研究本族语者和外语者音位分辨能力的发展变化。结果显示6—12个月的汉语婴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分辨这个对比的能力明显提高，而6—12个月的英语婴儿分辨能力下降。这表明语言经验可以提高6个月以后的儿童对本族语音位的感知能力。

二、儿童语音产出的发展

儿童要发出语音需要有生理基础，发音器官的成熟是语音产出的前提条件。从出生到4个月，婴儿的声道类似于猿的声道。新生儿有一个位置更高的喉，更小的咽门，以及与成人不同的舌形（Lieberman，Crelin & Klatt，1972）。声道形状的差异不但反映了婴儿和成人共鸣腔之间的差异，而且它们限制了婴儿言语声音的生成。大约4个月时，婴儿的发音器官经历极大的变化后，开始接近成人的形状。一个主要的变化是喉的下降。正如黑猩猩一样，喉在婴儿体内位置较高，而成人的喉位较低。婴儿喉位的下降在4—6个月时开始，直至3岁才完成。声道内还有其他解剖学上的变化发生，参与发声的身体其他部分也有变化。比如胸腔（in the rib cage）的变化，出生时肋骨与脊椎几乎成直角，3个月时他们开始朝成人的形状发展，脊椎向下和向外成角度倾斜。这样的结果是，婴儿就如成人一样，能控制气压并发出声音较长的片段。

直至声道成形，才为咿呀声——像言语生成的最初形式——的产生做好了准备。这并不意味着咿呀声的发生完全和主要取决于发音器官的解剖结构的发展，而是说发音器官的发展是咿呀声出现的前提。

（一）前语言时期的声音产出

婴儿出生时即会发出简单的哭声，之后他们沿着有顺序的系列发展到复杂的咿呀学语阶段，这一阶段伴随可辨别的音节；然后发展到具有类似成人语调模式的阶段。从相当早的时期开始，根据功能，儿童发出的声音可以分为两种类型：（1）反射发音——哭声、咳嗽声和似乎是反映婴儿身体状态的、自动反应的、不自觉的哼哼声；（2）非反射发音——像表示满足的哼哼声或让人听不懂的咿咿呀呀，这些声音是非自动生成的，包含很多在成人语言中能找到的语音特征。

不管在哪种社团中被抚养，所有的幼儿似乎都经历了语音发展的相同阶段。虽然通常被称为“阶段”，这里描写的这些时期并非离散的，即发音类型通常一个阶段重叠着另一个阶段。新的阶段以在前一时期中未被观察到的语音行为的出现为标志。

阶段1：反射发音（出生至2个月）。这一阶段以大部分的反射发音为特征，如哭声和嘟囔声，和类似咳嗽、打嗝和喷嚏那样的不自主的反射性声音。而且，有些像元音的声音可能出现。

阶段2：哼哼声和哭声（2至4个月）。在这一阶段，婴儿开始制造一些舒服状态的发音，通常叫作哼哼声或咕咕声。如果贴上了这一标签，这些发音似乎是由口腔后部发出的，伴随舌根辅音和后元音。

阶段3：发音游戏（4至6个月）。这一阶段看起来好像婴儿正在测试他们的发音装置，以决定他们能发出来的音质的范围。这一阶段以很强和很弱、很高和很低的声音出现为特征。一些婴儿会发出长时间的系列咂舌声和长元音，还有偶尔一些由辅音和元音构成的未发展完全的音节。

阶段4：有规则的咿呀学语阶段（6个月至更大）。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出现类似成人发音进程的辅音—元音系列。婴儿的声音在第一时间听起来就好像他们真的在试图说出单词一样，比如婴儿会说出听起来像“妈妈”或“爸爸”这样的音节。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无证据表明这种语音生成在语义上和同一的指称对象联系在一起，鉴于此，这些形式还不能被视为单词。这一阶段的多音节话语通常可以分为复制型的咿呀学语（同一音节系列如[bababa]）或交杂型的咿呀学语（音节系列包含变化的辅音和元音，如[bagidabu]）。咿呀声的特征表现为：

（1）它是一种音节组织（Oller & Eilers，1988）；

（2）它使用的是自然语言中所能发现的可能声音的次集（Locke，1983）；

（3）缺乏联想意义（Elbers，1982）。

这一时期，婴儿对自己的声音和周围声音的听觉感知显得尤为重要。虽然聋儿也参与更早形式的发音，但他们只生成极少量有规则的咿呀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声音越来越少。另外在这一阶段，聋儿发音中辅音的多样性会随年龄降低，而健听儿发音中辅音的多样性会随年龄升高。

如果聋儿从一出生就接触到自然手语，那么他们在手语的发展上也会出现“咿呀学语”阶段。在与健听儿开始发出有声的咿呀声同样的阶段，接触手语的聋儿开始用手“咿咿呀呀”（ Petitto & Marentette，1991）。手动的咿呀既区别于所有婴儿出于交际目的使用的手势（gesture），也区别于婴儿有节奏的用手的自动活动（Thelen，1991；Petitto，1992）。它展现出与有声的咿呀声相同的特征。它能按照语言学上相关的单位来描写，就像有声的咿呀声一样，它有音节组织。用于咿咿呀呀的手势（sign）代表了手语中所用手势“清单”中的次集，而且运用时没有意义。同样，与有声的咿呀声相同，手动的咿呀也有两种类型，规则性的和交杂性的。从10个月左右开始，婴儿手势的“曲目”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所处环境中所用的手语的项目。

至少要到8—10个月，语言经验才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调节婴儿的咿呀声。Boysson-Bardies等（1998）已经表明，这一时期在不同言语社团（法语、英国英语、阿拉伯语、瑞典语、约鲁巴语、粤方言）喂养的婴儿所发出的元音音质有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差异在其所处环境中使用的语言里也存在。在同样思路的研究中，Boysson-Bardies和Vihman（1991）表明10个月左右婴儿辅音的生成，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属于不同言语社团的婴儿会对目标语中频率更高的词语中的那些语音成分表现出偏好。例如，唇音在法语词中出现的频率高于英语词。根据这一点，相比于学习美国英语的婴儿，学习法语的婴儿会发更多的唇音。齿音在日语词中比在法语词中频率更高，由此学习日语的婴儿比学习法语的婴儿会发更多的齿音。Boysson-Bardies和Vihman（1991）的研究证明了以上推断。环境的影响在生成双音节时也是明显的，在法语、英语、瑞典语婴儿的咿呀声中，双音节系列的主体是辅音—元音—辅音—元音形式，而在约鲁巴语中，则是元音—辅音—元音形式，这同样真实反映出目标语中的音节模式（Boysson-Bardies，1993）。

研究者得出结论：8—10个月时咿呀声中声音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受语言经验的影响的。将这一点和婴儿8个月时对外语语音对照的敏感性开始下降的事实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在发展过程中的这一个点上，语言的特异性在生成（咿呀声）和感知中显而易见。因此，8—10个月左右的婴儿正在建立他们目标语中的辅音对照组，并逐渐趋向于成人的语音系统。

阶段5：错语阶段（10个月和更大）。咿呀学语的最后阶段通常和有意义话语的早期阶段重叠在一起，以所说的声音和音节系列具有重音和语调模式的丰富多样为特征。根据Menn和Stoel-Gammon（2008：71）所说，错语阶段以“使用丰富多样的重音和语调模式说出声音和音节串”为特征。也有人把这个阶段叫作“会话式咿呀学语”或“模式化的咿呀学语”。这一阶段，父母经常会认为他们的孩子正试图在说什么，而儿童的第一个词也确实会在错语串中产生。该阶段儿童所说的辅音类型包括塞音、鼻音和滑音，这些也是他们第一个词通常会包含的音。不会出现在咿呀声中的辅音类型有擦音、塞擦音和流音，这些音也通常不会出现在儿童的第一个词里。这些观察支持连续性假设，根据Menn和Stoel-Gammon（2008：72），连续性假设意指“儿童早期有意义言语中的语音模式与他们在咿呀声中使用的模式直接联系在一起”。

（二）语音发展的开始

1.单个词阶段的语音产出

儿童一般在1岁左右说出第一个词。似乎不难鉴别出儿童最初的话语：有一天他们制造了像成人词的声音，并且是在那个词适切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要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词，这个声音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中得到一致的使用，而且需要有一个可识别的语音形式。它不一定与成人的发音匹配，但要与成人的目标词很像。这些首先能被识别的词通常是问候语、告别语或其他社会性短语，如“躲猫猫”（peekaboo）。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儿童反复说一个不像任何正确的成人词的形式，例如Halliday（1975）的被试Nigel创造了他自己的一些形式，比如na，用于指示想要的物体，这些儿童制造的原始词能否归入“词”的范畴？一般认为，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将其算作词：首先，使用这一形式的儿童已经证明了对声音自觉控制的一个重要水平，这个水平对于开始说出具有成人模式的词是必要的，虽然可能不是充分的。其次，使用一个或两个创造出来的词的儿童已经超越了错语阶段——也就是让人听不懂的阶段，因为他已经习得了声音的特定系列具有特定意义这样难懂的概念。他现在不清楚的仅仅跟以下事实有关：应该去找到或发现什么词已经存在而不是自己去制造这些词。

原始词（具有或不具有成人模式）常常以另一方式区别于通常的“词”概念，虽然这些声音系列必须足够稳定，以至人们能识别它们的反复出现（否则成人绝不会认识到儿童想让声音具有特定意义），这些声音系列可能控制得很差，并且有些例子反复使用后变化很大，远远大过成人反复使用一个词时词所发生的变化。例如，Menn的被试Jacob有一个可识别的原始词，他常常用于伴随任何能翻动的旋转物体的动作（如轮子、书页、球形门把手），这一“纺纱歌”的形式从ioioio变为weeaweeaweea。

在语音习得的初始阶段，儿童会表现出个体差异。比如，虽然大部分儿童会使用爆破音和鼻音，但也可能有的儿童会更喜欢唇音，像/b/和/m/，或更喜欢齿龈音，像/d/和/n/。根据Menn和Stoel-Gammon（2008）所说，有些儿童首先学会的是将词作为整体发音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由个体音构成的。一旦儿童具备了大约50个单个词的词汇，他们就会采用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将每个词作为单个音构成的策略，并因此而考虑他们正在学习的语言的语音规则（Bauman-Wängler，2008）。

2.双词阶段的语音产出

双词阶段在2岁左右。儿童学习语音有一定的顺序，这就使得他们说出来的词不会总是与成人的发音匹配。比如，儿童可能在2岁时正确地说出moon，因为这个词包含的恰好是早期会得到发展的音，但像spaghetti和spoon他们可能就会发得像“detti”和“poon”。

儿童2岁时处于掌握言语声的产出阶段。Stoel-Gammon（1987）报道，大约2岁时儿童在词首位置会使用9至10个不同的辅音，在词尾位置会使用5至6个不同的辅音。在24至39个月期间，儿童在词首使用辅音连缀的平均数是2.2个，在词尾是1.7个。随着年龄增长，根据所用不同声音的数量和他们所用的这些音在词中的位置，儿童的语音曲目也随之增长。大部分英语儿童语言的研究者同意，大概在7或8岁时，儿童相当好地掌握了英语音位，并在其言语中正确地产出了这些音位。当然，也有一些口语的发展可能持续到5年级，也就是10或11岁左右（Ingram，1989b；Sax，1972；Stoel-Gammon & Dunn，1985）。有不少研究涉及儿童会在什么时候学会产出特定的音（McLeod，van Doorn & Reed，2001a，2001b；Poole，1934；Smit，Hand，Freilinger，Bernthal & Bird，1990），虽然在研究的设计和标准水平上的差异使得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精确比较不太可能，但从这些研究中依然可以看到有类似的趋势出现。通常，儿童在2到3岁之间会学会掌握鼻音的产出，比如/m/、/n/和/ŋ
 /；塞音的产出，比如/d/、/k/、/g/、/p/和/b/；滑音的产出，比如/w/。这些音一般认为是在早期就得到发展，并相对容易。与此形成对照，擦音，比如/s/、/z/、/ʃ
 /和/ʒ
 /,以及塞擦音，比如/tʃ
 /和/dʒ
 /，都要更晚才能掌握，通常要到7或8岁。当然，儿童在掌握个别音的年龄上的确表明有变异性（McLeod等，2001a；2001b）。但通过了解儿童何时掌握了产出不同方式的发音，还是能发现一些趋势。大部分儿童通常会在擦音和塞擦音之前学会塞音和鼻音，儿童常常在上学之后还会在/r/和/l/上有发音困难。另外，元音的习得要比辅音简单。儿童往往在习得辅音之前就已学会正确产出元音。实际上，儿童3岁时就可以掌握元音的产出，超出随机水平的错误在学龄儿童产出元音时并不常见。

汉语可以用声调区分词义，儿童何时可以完全产出四个声调以及声调的产出顺序如何，学界尚未有定论。Zhu和Dodd（2000）采用图片命名任务，对1岁6个月至4岁6个月的普通话儿童的声调产出进行了调查，产出结果由语言学家转写，结果发现儿童在2岁前就已经掌握了声调产出。但是Clumeck（1977）的研究显示，汉语儿童3岁时也未能掌握声调产出。大部分研究发现汉语的平调和降调比升调和曲折调的习得时间要早（Li& Thompson，1977；Zhu，2002），而且声调产出错误大多发生在升调和曲折调上（Clumeck，1977； Li & Thompson，1977）。也有研究发现,汉语儿童最先习得升调（Clumeck，1977），使用平调的出错率大于其他声调（Zhu，2002）。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在于对儿童声调产出的掌握能力没有确切的测评标准以及转写结果的精确度上。虽然有差异，但是上述研究都支持汉语儿童较早习得了声调系统，儿童对声调产出的掌握要早于音段产出的观点（Clumeck，1977；Li & Thompson，1977）。Zhu和Dodd（2000）在研究中发现，1岁6个月至2岁的儿童几乎没有声调产出错误，但元音的出错率是20%，辅音达到了40%。

儿童2岁时在未掌握所有言语声的情况下说出词语。儿童对词语简化的发音处在语音加工模式之后（Bauman-Wängler，2008）。比如，如果一个儿童规律性地用产出于口腔前部的辅音，如/t/、/d/，代替本该产出于口腔后部的辅音，如/k/、/g/，像把key说成tea，那么这个儿童就可以说使用了靠前加工。或者，如果一个儿童规律性地遗漏辅音连缀中的一个或多个辅音，像把spoon说成poon，这个儿童就可能被描述为使用了辅音丛简化加工。Ingram（1989b）在三种范围较广的分类下列举了儿童语音简化的加工，这三种分类包括音节结构、同化和替代加工。在音节结构加工中，年幼的儿童倾向于遗漏词尾或音节末位的辅音，比如把bite说成bi；或删除多音节词中的非重音音节，比如把pajamas说成jama；或减少辅音丛中的音的数量，比如把blue说成bue。同化加工指词中的一个音会影响另一个音的产出，受到影响的音变得与之相同或相近。比如把dog说成gog，把lamb说成mam。当儿童同时使用音节复制和同化加工时，把doggie说成gaga的现象就可能产生。最后，当儿童使用一个组群的音时，替代加工就会发生，比如塞音替代另一个组群——如擦音的音，所以儿童把soap说成toap的现象并不少见。

当儿童渐趋年长，他们会停止使用早期的语音加工，他们对词语的产出会接近于成人使用的那些产出形式。当然，因为这种学习要耗费时间，所以任何一个词都可能经历发音上的好几个阶段。因此，仅因为儿童能在一个词中正确地说出一个音，并不意味着这个音能在所有包含它的词里都被正确地说出来，如果不同的语音加工在其他词语的产出中正在起作用的话。

第二节 儿童的词汇—语义发展

词汇发展大约从1岁开始，持续终身。词汇发展在学龄前早期阶段有一个飞跃，在学龄阶段会经历一个高峰，因为学龄时期儿童会发展与某些内容领域写作语言相关的高级词汇。

一、儿童词汇的数量发展

1岁前。儿童在这一时期还不能准确说出所需要的词语，受生理结构的限制，他们只能发出少许的音素，并在词与所指对象之间建立条件反射，所习得的词语具有特指性、单个性、整体性等特点，还不能具体区分出所指的细节特征。因为儿童只会发出少许的音素或者音节，这个时期成人语言的输入和强化是儿童词汇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大约1岁时，在词的声音和物体或动作联系的基础上，儿童逐步过渡到对词的内容发生反应，词开始成为言语信号，即第二信号。

1岁到3岁。1岁之后儿童的思维和认知有了较大的发展，该时期儿童受所处环境的影响，开始意识到周围的具体事物或者具体行动及物体属性等。儿童说的第一个词通常出现在10—16个月之间，这些词一般描述的是事物的出现、消失或重现，如more、all gone、hi和bye-bye等；或是人、宠物和有趣的物品的名称，如Mama、Dada、kitty和light等；或是情感态度，如hug和no等（Chapman，2000）。儿童的词汇发展过程极为迅速，到2岁时，他们通常可以产出200—500个词，能够理解的词语则要比这多得多（Fernald，Pinto，Swingley，Weinberg & McRoberts，2001）。儿童大约在8或9个月时理解第一个词，13个月时，可以理解大约50个词（Benedict，1979）。有研究表明，在儿童早期所有产出的词类中，名词会得到更快速的发展，会出现名词比其他词类发展迅速的不对称现象。到30个月大的时候，英语儿童的词汇由大约54%的普通名词、7%的动词和5%的形容词构成。其他类别包括功能词，如the、a、and和mine等，以及象声词（Caselli，Casadio & Bates，2001）。汉语儿童的词汇发展中是否有名词优势存在争议，Tardif（2006）指出汉语可能是一门“亲动词”语言。Imai 等（2008）直接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国内学者通过考察词汇量指出，汉语儿童的“名词优势”随年龄而变化，这可能是争议产生的原因。2岁是汉语儿童名动优势的分水岭，2岁以前存在“亲动词”现象；2岁以后在词汇爆发期儿童大量习得名词，80% 以上的汉语儿童都表现出了名词优势（陈永香，牛杰，朱莉琪，2016）。这一时期儿童不仅仅局限于依靠成人的语言输入和强化，而且会依靠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思维发展开始积极主动地去表达和接受词汇。比较突出的是出现词语句和“电报句”阶段并使用叠音词，这种词语不分词性，如“灯灯”可能指的是“灯”这个物体，也可能是“开灯/关灯”的动作。李宇明（2004）综合多项研究得出3岁前汉语儿童的词汇量的大体趋势：1岁儿童大概掌握10个基本词汇，1—1.5岁词汇量达到50—100个，1.5—2岁达到300个，2—2.5岁达到600个，2.5—3岁的儿童能掌握1100个词汇。由于不同研究者所用方法或者语料的不同，报告出来的儿童在每个年龄阶段习得的词汇数量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3岁时儿童词汇量得到迅猛发展，进入儿童词汇的“爆炸期”。

3岁之后。3岁之后儿童词汇的扩大、缩小问题逐渐得到纠正，在不断出错—纠正—强化的反复中，儿童词汇得到正确的使用，当然还会存在大量的偏向性问题，同时还会有自造新词的现象，即所谓“造词现象”，如：本书作者的孩子在这一阶段曾根据“男子汉”造出“女子汉”，根据“盒饭”造出“盒菜”。儿童3—4岁时就开始区分词语之间非常细致的意义，这个阶段的许多错误暗示了儿童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语言中观察和检测有规律的模式，开始习得词语之间意义的联系，说明儿童的认知和思维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对“语法”这一概念还无从谈及，但是已经能够在潜意识中利用语法范畴等概念将词语归类，如出现组合策略和聚合策略。3岁之后，儿童的理解性词汇数量也迅猛发展，6岁时，他们理解的词汇在20000—24000之间，12岁则大约是50000（Owens，2008）。

儿童对实词主要是借助“此时此地”的环境习得的，多与身边发生的事情相联系。所以，儿童的词汇量部分地依赖于他们接触到的经验和词语（Rescorla & Lee，2001），这也会导致他们之后在词汇构成和数量上的差异。

下表体现了英语儿童从12个月大到一年级时表达性词汇数量的变化。

表2—1 从1岁到一年级表达性词汇的增长






	
大致年龄 表达性词汇大致的数量





	
15个月 10

18个月 50

20个月 150

2岁 120—300

3岁 1000

4岁 1600

5岁 2100—2200

6岁 2600—7000







（采自Reed，2012）

二、儿童语义系统的发展

（一）独词句时期的语义系统

1岁到2岁是儿童的独词句时期。按照Piaget的理论，该阶段的儿童处于认知发展的感觉运动期，他们所达到的认知成绩之一是认识到了物体的持久性或说恒常性，也就是说，即使物体可能不是立即就看得见的，它们在环境中也是存在的。物体持久性是环境、心理表象或存在于儿童周围的那些物体和事件符号的内在表征，很多人认为这些内在表征是与儿童使用言语符号——词语的能力是相关的。

Lahey（1988）区分出三种范围较广的单个词类型的类别，儿童用这些词来表征他们所学会的有关环境的信息：独立存在的、有关系的和社会性的。儿童使用独立存在这一类别的词语来命名物体。这些词当中很多用于指物体的类别或范畴。既然儿童已经学会了更多关于物体感知或运动恒常性的知识，他们因此也就知道具有类似的、可鉴定特征的物体具有相同的名称。这些儿童早期产出的词很多是那些儿童可作用于它或使之产生变化的物体，比如饼干、球或鞋。很明显，掌握这些词汇需要儿童的范畴化能力，范畴能力是人类所具有的一项重要能力，人们不仅透过单个事物来了解世界还通过范畴来认知世界。Jiang（2000）通过语料库发现，汉语儿童11个月大时就出现了基本层次范畴词汇，15个月时出现下位层次词，之后才出现上位层次词。与物体的名称相比，这个阶段的儿童对表示物体属性的词使用得更少，比如指事物颜色和大小的词。其他类型的、表示独立存在的词语会指称儿童相信是作为独一无二存在的那些物体，比如只存在唯一的“妈咪”、唯一的最喜欢的毯子，甚至是唯一的瓶子。在儿童心目中，这些是不属于某一类物体的独特存在。

Lahey（1988）区分出来的第二类是表示关系的词语。关系词语描写物体之间的关系或特征，包括物体的运动，或一个物体和它本身的关系，比如突然消失的一个物体（McLaughlin，2006）。比起表示独立存在的词语，有些儿童会使用更多的关系词语（Bloom，1973；Gopnik，1981）。关系词语的类型包括存在、不存在/消失、重现、拒绝、否定、属性、拥有、行为和表示位置的行为（Lahey，2008）。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相同的词实际上可以用于表达一些不同的关系。比如，no可以用于表示拒绝、否定或不存在/消失。no对于儿童而言，是一个具有很多功能的、甚至是万能的重要词语。名词，比如ball，可用于指存在或重现，或作为一个物体的标签使用，在前一种情形中它是关系词，在后一种情形中它是表示独立存在的词。

独词句的最后一个大类是社会性词语，比如hi和bye。这些在儿童早期词汇中是非常重要的词语，因为它们根据文化的社会代码为建立和维持人类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另一方面，这些词语虽然重要，却不像前面两类，它们不会增加语法的复杂性。

独词句阶段儿童可能会对词义进行过度扩展，比如把所有圆的物体都称为球；或出现扩展不足，比如认为只有奥利奥才是饼干。

表2—2 独词句表达的关系







	
关 系


	
解 释





	
存在


	
一个物体存在于儿童正身处的环境中，这个儿童正在注意它。例子：this、that、there。





	
不存在/消失


	
一个物体本被认为在现场但实际不在，一个行为本被认为会发生但没有发生，一个物体存在过但消失了。例子：all gone、no、bye-bye。





	
重现


	
一个物体重新出现，另一个儿童正在关注的、像这个东西的物体放置在其位置上。一个事件再次发生。例子：more、another。





	
拒绝


	
儿童不想一个物体或一个事件出现或发生。例子：no。





	
否定


	
儿童拒绝前一句话的真实性。例子：no。





	
属性


	
儿童提及某个物体或事件的一个特征，在这个阶段通常不是形状或颜色。例子：big、little。





	
拥有


	
儿童识别出物体的所有者关系。例子：mine、my。





	
行为


	
儿童识别出或请求某种行为。例子：go、open。





	
表示位置的行为


	
儿童指出物体位置上的变化。例子：here、there、in、up。







（来自Reed，2012）

杜映（2003）通过对一个8—18个月汉语儿童词汇习得的观察、记录，发现儿童词义的习得过程是一个从指称具体对象到指称具有相同特征和同一属性对象，从把握对象的个别特征、表面特征到多个特征、基本特征的过程，儿童词义的心理表征从一个笼统的模糊的整体形象向分化的具有一个或多个特征和属性的同类对象发展的过程。

周国光、王葆华（2001）得出了汉语儿童早期词汇的语义—功能类别，包括：

（1）以亲属和家庭的来访者为主的人物词汇；

（2）表示物体运动方式的行为词汇；表示儿童日常行为的词汇；表示吃和事物的词汇；

（3）表示身体部位的词汇，通常首先会说表示面部的词，然后是其他部位的词；

（4）表示各种衣服的词汇；

（5）表示动物的词汇，或者是现实生活中的，或者是存在于电视或者画像中；

（6）表示运载工具及其噪音的词汇；表示各种玩具和游戏的词汇；

（7）表示日常生活中各种家庭用品的词汇；

（8）几个常用的方位词；

（9）寒暄用的社交词汇；

（10）描写性词汇，即早期使用的形容词；

（11）代词。

这些词语同样体现出与儿童所处环境密切相关的特征，表明这一时期儿童词汇的发展与其生活经验和接触的语言材料是分不开的。

（二）双词句时期的语义系统

2岁时儿童逐渐扩展其独词句的表达，学会将两个词语组合在一个句子里。第一个双词句通常出现在18到26个月之间。如前文所提到的，儿童18个月时表达性词汇量大约是50个，18到24个月会经历词汇的陡增。至少50个词的词汇量通常被认为是开始将两个词组合进一个句子里的数量上最少的先决条件，大部分2岁儿童拥有单个词的词汇量是200—300个，即4—6倍于50个词。儿童需要各种各样的词语，为的是最终能将至少其中的两个词演变为句子形式的组合。

由独词句向双词句阶段发展并非偶然。在向双词句发展的过程中，儿童在动词的数量上有提升，其他类型的关系词数量减少，物体—类别词的数量也有提升（Bloom，1973；Bloom & Lahey，1978）。

表2—3 双词句表达的语义关系








	
语义关系


	
结　构


	
例　子





	
注意


	
嗨+名词


	
Hi doggy





	
指称


	
指示词+名词


	
That chair





	
工具的


	
动词+名词


	
Cut[with scissors]





	
联合


	
名词+名词


	
Knife spoon





	
再现


	
More +名词


	
More juice





	
动作—宾语


	
动词+名词


	
Pet kitty





	
动作—间接宾语


	
动词+名词


	
Give [to] Mommy





	
动作者—动作


	
名词（动作者）+动词


	
Doggy bark





	
动作者—宾语


	
名词（动作者）+名词


	
Baby [drink] juice





	
拥有者—拥有


	
名词（拥有者）+名词


	
Mommy sock





	
属性—实体


	
形容词/属性+名词


	
Red ball





	
实体—表示位置的


	
名词+表示位置的


	
Juice [in] glass





	
动作—表示位置的


	
动词+名词


	
Jump [on] bed







（采自Reed，2012）

30个月的儿童能够理解的词可以达到2400个。到了36个月，这个数字增加到3600个。30个月大的儿童平均输出词汇量为425个。到了3岁，其输出词汇达到900到1000个。意义的理解和获得是有一定顺序的：（1）实体；（2）事件；（3）动作；（4）形容词；（5）副词；（6）空间概念；（7）时间概念。儿童最初使用的代词是指称自我的代词如“我”。这个阶段儿童可以回答简单的“什么、哪里、为什么、什么时候”之类的问句——如：“什么是走路？”到30个月大时，他会开始向成人提出这类问题。2—3岁的儿童可以理解并提出包含一到两个要求的句子，如：“把卡车捡起来，给奶奶。”他也可以理解复数，并能够识别单一的身体部件，比如：“让我看看你的肚子。” 36个月大的幼儿还可以简单地描述经历和讲故事。

（三）3岁至学龄的词汇—语义发展

儿童3岁时输出的词汇量可到达900到1000个。在接受性词汇—语义方面，儿童可以理解一些常见的反义词，如：白天—晚上、小—大、快—慢；可以说出自己的名字全称，也可以说出家庭住址中所在的街名，还有一些童谣，前提是周围环境给他提供了这些概念的教育。当然，在有些文化中，照顾者并不认为儿童能够说出姓名全称和家庭地址是重要的。

在3到4岁这个年龄段，儿童可以联系经历并按顺序讲述活动。他学会了恰当地回答问题，例如：“这是什么颜色？”“小狗在哪儿？”“你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等；他也可以恰当地回答一些简单的“原因—结果”或“如果—什么”的问题，例如“如果摔倒了你会怎么办”。大多数儿童可以理解学前儿童故事并理解诸如更多—更少，在……周围，邻近，大—小，前—后，中—轻，空—满，硬—软，糙—滑等概念。他们也会理解动作者—动作的关系，比如，“告诉我什么东西会游泳，什么会咬人，什么会飞”，等等。

儿童4岁时开始使用1500到1600个词来进行表达，同时可以理解2500到2800个词。到了44个月时，儿童可以理解的词汇量大约可达到6500个；到了60个月（5周岁），他可以理解9600个词。这个阶段的儿童可以对一个范畴内的物体进行命名，如食物或动物范畴。如果对儿童说“说出你所能想到的所有动物”，儿童是能够命名出一些来的。他还可以指出一些范畴项目，比如：“让我看看家具”或“给我看些水果”。

大多数4到5岁的儿童可以命名一些主要的颜色，可以说出一些硬币。大多数儿童会使用代词，包括物主性代词，如mine，his，her。儿童也使用“怎么”和“为什么”提问，比如当Mark吃完糖果后，他说：“为什么我们不正好用沙士漱口？”如果儿童来自有时间参照的家庭或/和幼儿园环境中，他还会理解时间概念如“大清早、明天、之后”。

4岁半时，儿童能够定义常见的词，如：“什么是球？”他开始理解自身的左和右，但在区分他人的左右上还存在困难。因此，即使能够正确区分自己的左右脚，他可能还会在完成“指出妈妈的左脚”的指令上存在困难。4到5岁之间的儿童可以通过使用和功能来识别物体，如：“指给我看你用什么做饭”“指给我看什么动物给我们提供牛奶”。他也可以识别过去时和将来时的动词，如：“指给我看刚刚扔球的那个女孩”“谁马上要扔球？”。

曾涛等（2012）考察了汉语儿童6岁前不同范畴层次的词汇发展情况，发现在理解测试中3到5岁儿童都能区分基本和下位层次范畴。除了3岁儿童只有86. 7%的比率，4到5岁的受试均能对上位层次范畴分类；在产出测试中3到5岁儿童均能正确说出基本层次范畴，对于下位层次范畴，50%的3岁儿童，70%的4岁儿童以及80%的5岁儿童能正确说出该层次词汇。可见，受试儿童对下位层次词汇的产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对于上位层次范畴，除了13.3%的5岁儿童，年龄较小的儿童都不能说出该层次词汇。

典型发展的5到6岁儿童产出词汇量为2000左右。6岁儿童可以理解15000到20000左右的词。这一时期儿童知道空间关系或空间介词，如：“上部，后面，远，近”，能够区分“相像，相同—不同”，可以理解“反义词”。儿童能够正确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冷的反义词是什么？”5到6岁儿童知道“昨天—明天，更多—更少，一些—许多，几个—很少，最多—最少，之前—之后，现在—一会儿”这类概念，并可以完整地说出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

这个阶段的儿童通常还可以按照顺序说出一周的名称。他可能也知道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也可以根据构成成分和使用来定义物体。比如：“纸巾是由纸做的，你用它来擦嘴”。他可以讲一个长的故事，可以复述过去的传说和现在的事件，并自编虚拟想象的故事；儿童还可以说出物体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而且能确定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之间的位置关系，比如：首先，其次，第三点。

6到7岁的儿童大体上拥有的产出词汇量为2600个，可接受词汇量大约为20000个词（McLaughlin，2006）。他可以死记硬背地数到100，可以说出关于一个特定的日程表的时间。在书写方面，会形成从左到右书写字母的习惯；把字母写反是很常见的，比如用“b”代替“d”。这个阶段的儿童也会按照印好的字母表和数字的样子进行描摹，能够按顺序背诵字母表，可以说出大写字母，并将大小写的字母连线。

7到9岁的儿童非常乐于讲故事和奇闻异事。他可以复述故事，按正确的顺序来讲述主要内容。他会猜测故事的结局，比如，能够预测他听到的故事结束时将要发生什么。这个阶段的儿童也会使用一些比喻性的语言，并详细描述事物，也乐意用言语表达问题和观点。

三、儿童词义理解的三大倾向

儿童如何知道词语作为一种标记物可用于识别客观事物或者能够描述行为，并能促进句子的真实理解，这是儿童词汇习得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还可以问得更具体一些，即儿童是怎样开始认识到词形的意义的？早期观点认为：儿童会依据时间邻近的相关原则对词语的意义提出假设，也就是说，他们会注意到词语与所指对象之间或者词语与所指行为之间有时间上的共现关系这一点。一旦对一个词语的所指对象形成假设，当这个词在新语境中被使用时他们就会进行检验（Inhelder & Piaget 1964；Bruner，Olver & Greenfield，1966）。基于这种观点，词语习得的检验就是词—物的匹配过程。尽管这个假设在某种程度上会起作用，但是仍然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一个具体的场景会与多重假设相兼容。假设在定义猫和大象的特征时，儿童为什么认为词语“猫”所指对象是猫而不是大象，或者不是猫须或者大象的腿呢？而且对于意义不易理解的抽象名词，儿童又是如何习得的呢？当考虑到动词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大部分动词的意义都不能直接观察到，通常动词的语音与它所描述的事件也不是同时发生的。例如：妈妈告诉孩子“你打碎了玻璃”，“打”这个事件已经发生，孩子可能正在干其他的事情。名词的发音通常将时间锁定在名词所描述的物体上，但是动词的发音通常不能将时间锁定在它所描述的事件上。还有一个问题是场景通常具有多义的理解，所以仅仅通过观察与词语相伴随的超语言环境去假设词语的正确意义通常是不可能的。因此，儿童习得语言不是只依靠一种倾向或者一种策略。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说法，儿童会假设词语在某种方式下被使用，通过这种假设会促进词语意义的习得，这种假设又被称为倾向。它们是习得机制的一部分，而且会随着儿童的成长而消失。儿童词汇意义习得主要包括三种倾向：整体物体倾向（the whole object bias）、相互排除倾向（the mutual exclusivity bias）、分类倾向（the taxonomic bias）（Gentner & Markman，1994）。

（一）整体物体倾向

1988年Markman和Wachtel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给3—4岁的儿童展示一个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事物，如肺，并给他们一个全新的词作为标签，如“trachea”（气管）。测试发现儿童会认为trachea是指整个肺而不是单指肺的气管部分或者其他成分。这种把标签词视为新事物整体的倾向高达80%。由此推断出儿童词汇习得的整体性倾向：“一个有言语的标记可能会指向整个物体而不是它的部分、表面或者其它特性。”（Markman，1994）也就是说，儿童所学习的新词倾向于指向一个物体的整体而不是物体的局部、属性、空间关系、行动等。整体假设原则是早期儿童习得名词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为儿童还不具有大量的关于外部世界知识以及语言理解和产出的能力，儿童的认知总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整体到局部。

（二）互斥性倾向

Markman和Wachtel对上一个实验进行了扩展，先给儿童展示单片肺的图片，并告诉儿童“这是一片肺（lung），在我们的胸部有两片肺，我们用它们来呼吸”，确认儿童已经掌握肺这个词汇后，向儿童展示一个完整的肺，询问儿童：“气管（trachea）在哪里？”这时的儿童就会意识到trachea指的是两片肺之外的那个事物，即气管的部分。 由此提出了儿童词汇习得的互斥性假说：“词语是相互排除的，每个物体有且仅有一个标记。”（Markman，1994）儿童会假定一个新词用于一个从他的角度而言还没有名称的物体，而不会倾向于给一个已有命名的物体第二个标签，即一个东西一个名称，标签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在一个有新词出现的语境中，如果除了一个东西外，其他的东西都有名称，那么新词就会被认为是用于这个未命名物体的，而不会是另外一个词在用于命名其他物体中的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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